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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现实社会

<1>本书的目的在于发展一种对社会的理论解释，使之不仅能够帮助阐明那些 
形塑当前社会生活形式的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有助于厘清那些范围 
更广的关于人类社会一般特征的争辩。与那些认为“社会”这一概念在现今时 
代对于发展社会学分析已是一个过时的基础的观念不同，本书的主旨是指岀有 
必要进一步审视和发展“社会”这一概念,而非丢弃它。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1987a： 25)说“社会是社会学话语中一个普遍未经检验的名词”，这也许有些夸 
张，但这个术语的理论清晰显然不够，历史和宗教对“社会”这一概念的影 
响也明显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并且直接在本体论上谈论社会生活也一直不太可 
能。社会学倾向于过度强调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使得这些问题 
进一步恶化，那些“后社会维度的"(post-societal)和“后社会的”(post-social) 
社会学、哲学和文化理论也使得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它们将“社会”视 
为一种抽象的、过时的、随意的社会话语的建构物，而力促抛弃“社会”。与此 
相反，对社会的本质进行系统性的再评估，将会阐明社会的关键维度和特征， 
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将当前的社会理论与其古典传统重新连接起来，并以更具创 
造性和建设性的方式从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吸取经验，也将使我们重新关注以身 
体化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真实的人类的社会学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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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理论化中的“文化转向”形式不同，这种对社会 
的重新评价是以一种社会实在论形式为基础的，它认真对待人、社会和世界的 
实在性。后现代主义对如下观点的形成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力，即关于实在的 
任何观念都是主观的、因文化而异的。这种说法在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中广 
泛存在。实际上，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 Luckmann, 1966： 14)的观点是，社 
会学家不可能从“实在”上移走引号，因为这个单词经常是在特定场景下被社 
会和文化建构的。这似乎已是社会学理论中得到广泛认可的一条规则，即便我 
们也经常像伯格和卢克曼那样，诉诸“经验的证据”来预防滑向完全的文化相 
对主义。这类说法，如果发展到其逻辑极端,就会严重限制我们理解的可能性—— 
即我们只能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或文化作出较好的理解，除此之外的社会或文化 
则是难以理解的，这种说法无疑也会剥夺我们挑战那些看来是压制的、不道德 
的或非人性化的社会或文化活动的坚实基础。它们也常常用二分的观点来看待 
人类：一方面，人类不能很好地获得或理解真实的事物和真理，因为他们牢牢 
地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另一方面，人类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除了我们 
构想出来的事物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实在或实体存在。这类观点使社会学沦 
陷为一种在哲学上对文化作出前后不一致阐释的理解形式。与之相反，本书将 
把实在从引号中解放出来，并寻求发展一种人类观，一方面避免将人类描绘成 
受文化宰制的贏弱的傻子，另一方面则避免将其描绘成主宰宇宙万物的主人(或 
女主人)。本书特别反对那种将知识问题与存在问题相混同的趋势，以及与此相 
关的趋势，即以经验上的可观察性作为评判知识和存在的标准。本书认为实在 
的东西与经验的东西并不是等同的(Archer, 1995),而且社会实在远比那些极 
端(或激进)的建构主义派别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Byrne, 1998)。

此处的社会实在论立场建立在对涂尔干的社会学的批判分析态度之上，与 
当前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进行了大范围的对话，并关注宗教在我们如何理解社 
会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重大而又基本的影响。人们经常指责涂尔干，说他对我 
们这个“后社会维度” (post-societal)时代里的社会提供的理解令人不满，并且 
“过时了” (Touraine, 1989)Lemert, 1995, Urry, 2000, Bauman, 2002) o 尽管如 
此，那些将他对社会的理解划归到社会学“古典”时代的做法，看起来未免有 
些草率和判断失误。比如说，涂尔干的著作与近期部分最激进的科学发展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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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共鸣，如他将社会实在视为一种偶生现象，从而关注其内在的复杂性，这 
就与混沌理论和复杂理论(Byrne, 1998)、后牛顿时代对世界时间维度的再次概 
念化(Adam, 1990),以及当前关于心智的非还原论者哲学(Sawyer, 2002)有 
着极大的相似之处。进一步而言，与那些后现代哲学化的内隐认知主义不同， 
涂尔干通过解释人类作为身体化的存在所具有的潜能和局限，来阐明社会理论 
对驾驭社会的复杂性的需要。他的这一思想也预示了身体社会学近来诸多的发 
展(Mellor & ShiUing, 1997),涂尔干指出(Durkheim, 1995： 315),如果个体的 
心中不存在社会的观念，那么“社会就会衰亡掉二他的这一见解，为重新评价 
“社会”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出发点。

在现代晚期的西方，“群体的信仰、传统和志向”已不再被个体所感受和分 
享，因此否认社会在某些方面已“被围困”(under siege)毫无意义(Durkheim, 
1995： 315,参见Bauman, 2002, Freitag, 2002)o然而，在涂尔干看来，这也并 
不会给予“后社会” (post-societal)形式的社会学任何合法性。对涂尔干来说， 
如果某些社会形式的信仰、传统和志向不再存在于个体心中，那么这些社会可 
能就会消逝。然而，这对于人类存在的后社会形式来说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 
社会首先不是一系列特定制度、实践和信念的集合，而是一种集体存在方式， 
它从人类的本性中突生出来，并表现人类本性(Durkheim, 1982a： 57)。依照这 
种观点，就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2001)对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名抹杀社 
会而产生非人后果所做的权威解释，关于社会的本质和实在的问题就会不可避 
免地含有道德维度。(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学对当前社会理论仍 
有巨大的价值。在他看来，社会对人类潜能的发展和繁盛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这一观点也反映了他的社会学是一项道德事业。在一个以市场力量帝国主义化、 
技术进步去人性化、全球冲突和宗教暴力为显著特征的世界里，社会突生所需 
的共同人类基础等问题，比起涂尔干和波兰尼探讨这些问题的时代，显得更加 
重要。这也正是本书的关注点，并由此引发了贯穿本书的如下四个主要观点。

首先，社会理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本体论观点上，它关注生活在社会理论 
家力图理解和解释的社会形式中的人们。在社会理论领域，尤其是在后现代思 
潮中，有一种趋势，它声称人性(与“社会”，甚至是或多或少的其他各种事情) 
是一种文化建构，而没有所谓的本质特征和潜能。这就忽视了如下事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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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但却具有相同的肉身状况， 
尽管他们的肉身在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形式打交道。这里特别要声明的是， 
人类被赋予了身体化的技能，能与他人和世界进行情感、认知、道德及宗教方 
面的互动，这些技能构成身体的基础，使得各种鲜明的社会事实/实体得以凸现， 
并使得人类作为-•种社会性动物能得到发展。按照这种观点，“社会”和人类都 
不能从社会理论中抽离出来，因为人类的肉身化不仅是社会凸现的中介，在某 
种程度上还是这种凸现的必要条件：人类在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激发了情感、认知、 
道德及宗教能力的群体发展，使得人类观念和经历的群体表征得以出现，并产 
生了满足人类需要和欲望的群体社会安排。

其次，作为一种突生现象，社会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力量，而不能被化约为 
构成它的个体，或是简单地被理解成由个体组成的汇总。这并不单是因为所有 
的个体都面临着已经存在的社会实在，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构建出的社会实在 
的情状会与我们的目标、规划、意向相冲突(Archer, 1995)o更确切地说，是 
因为社会有着它自身的属性和能量，这种源于人类关系刺激并发展的独特的社 
会力量，能以特定的方式重塑个体和群体的行动、认同和经历。对这些力量的 
反思，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着同样能力和潜能的个体，由于生活在不同的 
社会，最终会对他们自己和所处世界的位置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他人的道 
德责任和宗教义务产生不同的解读。简言之，社会有着一种能超越构成它的个 
体的总体属性。就像伯恩(Byrne, 1998： 3)所说，尽管“整体论”在当前社会 
科学中是一个不再流行的概念，后牛顿科学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认识到“整体 
大于构成它的部分之和二这样的认识也暗含在很多批判现实主义者对社会实在 
的“突生性质”的解释中(Archer, 1995, 2000),但是涂尔干将社会视为一种独 
特(sui generis)现象，就使这点变得更加明晰，要求当前对社会“网络和流动” 
(Urry, 2000)的解释，要放置在一个更加整体论的情境下。

然而，对那些在社会生活中流通的社会力量的精确本质加以澄清，以及对 
它们如何造成了社会的突生实体性进行审视，却常常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索 
耶(Sawyer, 2002)在承认涂尔干是突生性理论家的同时，却对不同层次上突 
生的事物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实际上并没有去寻求社会潮流和社会力量的 
精确本质，以及其更广阔的社会情境。本书第三个关键论点就是，理解这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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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神学实在论重修旧好

有鲜明特征的社会力量之特征的一个最有效和富于启发性的途径，就是审视它 
们与涂尔干(Durkheim, 1974a)所称的为特定群体生活所有的“超灵性”的关 
系。在涂尔干的著作中，他始终尝试去理解被恰当冠名为“让社会有序的强制 
力”，这些力量先于社会生活形式而存在，并且产生社会生活中的形式(Jenkins, 
1998： 85)。超灵性的概念，直到现在才被社会理论家记起，可被用来解释这些 
独一无二的、从人类身体化的潜能和特征中突生出来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形成一 
种特殊的生态，使我们人性的社会方面在该生态中得以培育并发展起来。进一 
步而言，超灵性使我们去关注那些不能以经验主义框架得到解释的社会生活中 
的基本维度，因为社会实在并不是单维度现象，仅仅通过所谓的“硬数据”(hard 
data)就能得以理解，相反，社会实在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具有一些非经验可 
观察性的要素，这些要素仅能通过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得知(Archer, 1995： 
50, Sayer, 2000： 15).在这方面，超灵性的概念显示了社会理论的重要性一 
通过经验研究并不能完全理解社会。

本书的第四个关键论点是，社会理论是深植于社会之中的，而社会又是 
一种从具体个人之间关系中突生出来的，并具有超灵性特征的现象。这样，就 
需要对宗教的社会学意义做重新解读。通过关注基督教的历史和现时意义来理 
解西方社会，我将倡导一种对宗教的社会意义的非还原论理解。尽管涂尔干 
(Durkheim, 1995)在解释“神圣”在所有社会中的重要性时，仍然坚持发展他 
关于社会之独特性的论断，但我们仍可超越他的宗教观，即宗教不过是社会能 
力的符号表征，将宗教理解为——作为一种突生形式但又不化约为社会的超灵 • •••••••••
性现象——表达了一种对鲍曼(Zygmunt Bauman, 2002： 53-54)所说的“人类 
团结精神的先验状态”的更宽广的参与。在这一点上，社会实在论方法能与一 

后者比其他社会和文化理论都能更好地理解混沌理 
论和复杂理论在描述这个在本体论上分层的世界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中，“任何 
结构都包含着不同等级的实在，这些实在向上开放而非向下还原”(Torrance, 
1998：20)。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开启了无数可能性，使我们可以揭 
示宗教对社会的真实意义，而不是将之“解释”为一种附带的、偶发的现象， 
或是对那些被认为更重要的事物的掩饰，如经济学、权力利益或心理需要。

这种对宗教的关注在那些信奉现代“世俗化”为理所当然的人看来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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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即使“9 • 11 ”后的世界，仍然需要对宗教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做进一步 
理解)，就像莱默特(Charles Lemert, 1999： 240)所评价的，“社会理论的问题可 

能部分地要归咎于它不愿意考虑宗教问题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当前很多的 
社会和文化冲突，包括围绕着社会的“衰落”的那些冲突，都可被恰当地理解 
为宗教冲突，尽管它们表面上是世俗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将立足于克尔凯戈 
尔(Kierkegaard)的观点，即从1848年革命开始，“那些看起来或者自认为是政 

治的事件，最终某天会显示出不过是一场宗教运动"(Hollier, 1988：xxv)o实际上， 

我还会认为，继宗教改革之后，西方社会变成了后基督教界(post-Christendom) 

社会，但却并没有完全是后基督教徒(post-Christian)的。世俗化的理论家们 

往往集中讨论如下的因素，如教堂礼拜次数的衰减(Bruce, 2002),特定形式 

的基督教话语的消失(Brown, 2001),或者更宽泛地说，结构和功能分化的模 

式，在这些模式中，宗教变成了当代社会里无足轻重的“子系统”(Dobbelaere, 

1999)。这些研究没能令人满意地涉及的方面是，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多层的现 
象，其宗教方面由于扎根在太深的层面，因此往往难以被认识到，甚至是直接 
被否定掉(Durkheim, 1977； Taylor, 1989； O'Donovan, 1999, Siedentop, 2000)0 

在西方社会，这些根源具有独特的基督教特征，我认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 
这些情境的特征，以及理解发生在这些情境里的冲突，而且深有启发性，使我 
们能够理解那些看起来造成了对西方社会的地方性敌视的伊斯兰社会运动所引 
发的冲突。

在整本书里，我们将联系上面提到的这四个核心观点，批判性地审视不同 
维度的社会，以及相伴随的各种各样的“后社会维度” (post-societal)或者“后 

社会的”(post-social)理论。因此，接下来的各章就是对这些核心观点进行细致 

的介绍，并表明社会理论有必要将社会视为一种事枣的现象。这种必要性是不 
言而喻的，因为许多社会学视角(下一章将详述)都将社会看做一种“非人性的” 
(inhuman)或“超真实的”(hyper-real)现象，并且社会学对社会的本质的误解 

也广泛存在。这些误解包括两个趋势：一方面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的特定历 
史和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将“社会”(Society)物化，使之成为独立于所有 
人的一种东西。对上述这些问题做简要概述，有助于使我们意识到将社会视为 
真实/实在的人类现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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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真实的社会

通常，他们并不是在哲学上反对社会，而是简单

<7>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20世纪80年代恶名远扬的宣 
言——“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反映了她深受自由哲学遗产和新古典经济学 
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社会”充其量也只是个人行动的集合产物，甚 
至只是一种空洞的修辞而已(参见Strathern, 1998： 65)。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 
未必是同盟者，但撒切尔夫人对社会的反对却在如布希亚(BaudrHlard, 1983, 
1990a, 1990b),德勒兹(Deleuze, 1979),利奥塔(Lyotard, 1984)及德里达 
(Derrida, 1991)之类的后现代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支持。这些理论家并不是为了 
支持个人观而反对社会观，而是直接或间接挑战这两种观念：它们并不指涉实 
在现象，而仅是文化上的相对建构，掩饰了地方多元性和世界的不确定性。如 
图海纳(Alan Touraine, 1989, 1995, 2003)和厄里(John Urry, 2000, 2003)之 
类的学者，意图将“社会”这一概念从社会学中排除出去，这对社会学传统研 
究对象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地认为社会学的时代已经来过又去了，并且我们之前称之为“社会”的东西已 
经消逝到新时代的全球网络和运动中去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社会之外 
的社会学”。

这些对社会实在性的攻击源于各种哲学和社会学传统，对“为什么社会是 
一个最好被丢弃的概念”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些传统意在倡导 
以下观点，即社会学上的“社会”概念，不仅有其历史和文化特质，而且—— 

是想象的抽象产物而非任何实在的反映。考虑到这一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点，当代这些社会理论不过是反映了西方社会中更大的一种趋势。在西方社会 
中，正如齐泽克(Slavoj Zizek, 2002)所言，当代生活一个确定的特征就是，难 
以脱离特定的文化建构来理解任何实在。就其社会学形式而言，上述趋势包括 
揭露如涂尔干之类学者的社会实在论不过是目光短浅的文化帝国主义，它将历 
史和文化的偶生现象与一般的社会特征相混同。而在反省的“后社会”社会学里， 
以及其他试图抓住位于后社会取向之核心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社会学中，上述 
趋势又被简化成一种误识，即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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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只是一个理想色彩多少有些淡化的民族国家的图景。”

<8>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978： 241)非常正确地注意到：“很多20世纪的社 
会学家，当谈及’社会’时，头脑中已不再有一个脱离国家的’布尔乔亚社会' 
或’人类社会'
(参见Billig, 1995： 52-54)尽管厄里(Urry, 2000： 8-9)也以埃利亚斯的观点 
为基础，关注这种特定联结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但他在将民族国家的衰落与 
社会的衰落联系起来时，却使埃利亚斯所言的上述问题更加恶化。除了其他方 
面的原因，这种将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做法，剥夺了社会独立于历史特定性 
的任何实在性，更糟的是，还会将社会化约为某一特殊历史形式的现代社会学 
想象。例如，鲍曼(Bauman, 2002： 43)将涂尔干对社会实在的强调与一种受当 
时(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之伊始)的经验数据所支撑的想象联系起来。这种将社会 
化约为一种想象活动的做法，迎合了撒切尔夫人批判“社会”这一概念的个人主 
义言辞(鲍曼肯定不满撒切尔夫人的个人主义立场)，除此之外，这一做法关于 
社会的当前和历史发展的前提假设也是成问题的。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关于民族国家衰落的论点总是带有臆测的色彩，常常将这种衰落归 
因于“外在地"(eroded from without)被全球化侵蚀，“内在地”(eroded from 
within)被多元主义腐蚀(Habermas, 1996),吉登斯(Giddens, 1987b： 256)注 
意到，民族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通过全球关系体系而反身性地构成的。 
而罗伯逊(Robertson, 1992)关于全球化富有影响力的说法则在两方面达成了平 
衡，即一方面承认民族国家还有着持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分析了超越民族 
国家的全球性发展。近来，大量关于全球化带来的变迁的研究，也强调了民族 
国家的持续重要性而非衰落(例如，Albrow, 1996, Fulcher, 2000),同时，蒂尔 
亚基安(Tiryakian, 2003)对后“9 • 11 ”美国社会之新生采用了涂尔干式的解释 
方式，以说明在大多数人看来，民族国家的情感力度、象征力度和道德力度依 
旧强大。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当前无与伦比的全球政治影响，也说明了民族 
国家在世界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至于民族国家的“内部”威胁(即将它的衰落看成是种族、宗教、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原因往往被过分地夸大了。如 
今人们习惯性地将英国称为一个“多元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甚 
或是一个“松散的文化联邦”(Commission, 2000,参见 Beckford, 2003：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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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责任和义务极为关注，尽管其中也预示着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 <9>

然而，这类看法常常表达的是一种对英国该如何发展的后基督教的和后民族的 
观点，而不是对英国现实情况的客观说明。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 2001)的说法，接近70%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将他们自 
己看做白人和基督徒，而71%的黑人也将自己视为基督徒。从这份数据来看， 
认为由于多元主义而造成民族国家衰落的看法的局限性一目了然，而且我们也 
会毫不惊讶地发现，许多研究都已表明，从全球范围来看，社会内部的多元主 
义实质上只是表面现象，而非真实的(例如,Hjerm, 2000, Gvosdev, 2001).人 
们也可以非常轻率地得出“移民弱化了民族国家”的结论，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例如，在一份关于英德移民和文化多 
元主义的详细经验研究中，库普曼斯和斯塔森(Koopmans & Statham, 1999)并 
没有找到民族国家衰落的证据，倒是发现了移民和少数民族不得不适应公民权 
的特定團尽(national)模式。从这类研究中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民族国家仍然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表达。

要注意的第二点是，无论民族国家大小强弱，社会学对社会的关注绝不能 
死死地局限在这些特殊的形式上。后现代的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在简单地捏造 
其研究对象，与此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对社会的反思远远早于现代社会学的 
产生：例如，我们可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这种反思(Frisby & 
Sayer, 1986),并且这种反思也成了中世纪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eckwith, 
1993)。实际上，米尔班克(Milbank, 1990)已经表明，对社会的神学反思以及 
彻底重建社会的尝试早于现代社会学，并延迟了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因为后者 
关注的是对社会生活的“世俗”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解释。伯斯(Bossy, 1985)、 
泰勒(Taylor, 1989)和欧多诺万(O'Donovan, 1999)的说法更为激进，他们阐 
述了现代的“社会”概念是如何发源于社会生活的神学观的，而并非是与宗教 
性的过去截然断裂的。隐藏在撒切尔夫人关于个人优先于“社会”论调背后的 
新教假设，可能反映了她作为卫理公会教徒的教养，这一点显著地论证了我们 
上述的说法。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前现代对社会本质的反思并非特指或仅 
仅局限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情境。早在千百年前，印度宗教哲学也对个人在社 

许多 
我们信以为真的东西都只是一种幻觉(Dumont, 1970)。事实上，要找出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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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对社会本质进行反思的社会、文化或宗教，即使是可能的，也会非常困难。
对社会的反思充斥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这就质疑了以下两种做法：将 

“社会”这个术语的意义仅仅局限在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当代社会学越来越过于 
强调当前社会实在较之于过去的特色。像吉登斯(Giddens, 1990, 1991a)之类 

的学者就表现出后一种趋势，他非常强调在(未来导向的)现代社会和(过去 
导向的)前现代社会之间的截然分裂；后现代主义的关键性观念则是现代化过 
程的终结以及某种新时代的显现。许多其他螺旋式发展的“后…主义”也都急 
切地勾勒出与过去的断层线，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感觉，即社会 
学无力把握历史发展观。库玛(Kumar, 1995： 17-18)注意到，那些所谓的信 

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都倾向于以一种非常短视的历史视角来分析问题, 
认为“现在的发展态势是过去一系列趋势的顶峰状态二从这点看，厄里(Urry, 
2000)的“后社会"(post-societal)社会学也值得关注，它基本来自于亚当(Adam, 

1990)对现世复杂性(temporal complexity)的说法，但却忽视了亚当的另一观 

点，即应该在一个宽泛的、进化的视角下审视各种历史因素。正如伯恩(Byrne, 
1998： 44)所言，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已经采用了一些复杂理论的语言，特别是与 
时间域有关的部分，但在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中仍然有一些根本不受时间影呷的 

过去(atemporal)因素。因为一事物身处过去的事实似乎足以让它变得过时 

的经常是过时(passQ的。
然而有趣的是，如此短视的观点总的来说并不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的特点。 

实际上，当他们关注现代社会的特定特征时，他们也比那些当代学者更为谨慎,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只用(或大部分时间使用)“社会”这个词来指称 
现代民族国家。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社会是一个“剩余分类”而非一个完全发 
展的概念，但很明显的是，它是他的共产主义观的一个核心概念，而不是仅局 
限于现代性(Gouldner, 1980： 12,Burawoy, 2003： 197)o在其他古典理论大家 

看来，“社会”这一概念与更广范围的社会和历史情境相关。例如，韦伯(Weber, 
1965)在对现代社会特别感兴趣的同时，也研究古代印度、埃及、中国和巴比 
伦社会。类似地，尽管齐美尔(Simmel, 1997)在所有古典理论家中对“社会” 
这个单词持有最多的保留意见，但他还是能够界定并审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背 
景下社会内部的不同宗教互动模式。我们还可以看到，鲍曼(Bau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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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3 —44)将涂尔干的“社会”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强制力的经验性存在联系起来 
的做法，实际上忽视了涂尔干最负盛名的著作关注的是澳洲土著(Aboriginal) 
社会而非民族国家这一事实(Durkheim, 1995)o因此，承认社会学对社会(以 
及被理解成社会的东西)的关注是来自于一种特定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情 
境是一回事(Shilling & Mellor, 2001),而要说在此情境之外去谈论社会是无意 
义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尽管对“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这一观点的挑战集中在涂尔干理解社会的特 
定情境上，但是这些挑战也指出了(某种程度上是矛盾的)涂尔干的社会观是 
一个物化的社会(Lukes, 1973： 20-23).在这里，社会学上的社会观并非过 
于情境化，而是太过宽泛。图海纳(Touraine, 1989,1995)、莱默特(Lemert, 
1995)和厄里(Urry, 2000)指出，这种对社会的物化就是社会学对社会的“时 
代错误的”关注最具影响力的来源。每次它都被理解成对当前变迁的动力机制 
反应迟钝。图海纳(Touraine, 1989： 7)认为，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固化了古典 
社会学对整合和秩序的关注。对莱默特(Lemert, 1995： 48)而言，涂尔干关于 
一个有机的、有序的社会的观点，忽视了现代性的分化与差异：它只是“一个 
在他的社会学想象中被建构的逝去的世界”。同样，厄里指出，社会学的核心组 
织原则，曾是涂尔干对“社会的”是一个区别于“自然的”领域的自主性的领域 
的界定，并以此作为社会学分析的核心目标(Urry, 2000： 10)o对厄里(Urry, 
2000： 26)而言，对当代社会生活“延异”(diff&ance)特征的流动性的、感官的 
及正面的把握，使得涂尔干式的静止的“社会”概念显得多余。

有些著作舍弃了涂尔干，但它们却是一种拙劣的社会学模仿，其中一个显 
著特点就是，它们将涂尔干的观点直接简化成新帕森斯主义的对霍布斯式“秩 
序问题”的关注(参见Mellor, 1998, 2002, Morrison, 2001 )o对涂尔干的这 
种解读，看上去是社会学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若基于对涂尔干著作的 
直接和细致的阅读，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例如，与涂尔干将社会界定为一 
个与自然完全不同的自主性领域的做法不同，厄里(Urry, 2000： 10)认为社会 
学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实体”来关注，这种关注是一种情境化的，要求我们 
意识到“人与社会是和万物相联系的，并且只能通过虚构的方式才能被抽象出 
来"(Durkheim, 1995： 432,参见 Jones, 1997： 154)0 进一步而言，我们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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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

注意到，在1887年波尔多的就职演讲中，涂尔干强调一个抽象的、物化的“社 
会”(Society)观(他将这种社会观与孔德相联系)不应该是社会学分析的焦点 
(Durkheim, 1974c： 197. Strenski 1997： 158-159).相反，社会学应该在日常生 
活中以及随时间变化的人际关系中关注社会的构成及发展；他的这一观点，在 
其追随者的大量社会学、人类学和哲学著作中体现出来，它们大部分都很好地 
理解了其社会观的复杂性、动力机制和充实内涵(例如，CaUlois, 1950； Hertz, 
1960j Mauss, 1969； Turner, 1969； Bataille, 1991, 1992s Maffesoli, 1996)o

尽管涂尔干经常因其抽象的“社会”概念而受到指责，那其实是后社会视 
角的观点，后者常常将关于具体化的物的问题消解在文化过程和文化潮流中， 
而且它正朝着涂尔干能够帮忙阻止的抽象主义发展。正是涂尔干的传统有力地 
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身为社会的一部分，是与我们的人性密不可分的，这

正如阿彻尔(Margaret Archer, 2000： 2)所观察到的，在现代性的“上帝已 
死”和后现代主义的“人已死”相媲美的学术环境里，构建能够充分说明作为 
身体化存在的人类之行动、关心和关注的社会理论，已经成为一项防御性工程。 
这种对人已死的宣称和庆祝，经常出现在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那里 
(Foucault, 1970； Baudrillard, 1983)Rorty, 1989)Derrida, 1991),但有时也会 
出现在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理论中。例如，曼纽•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 
2000： 21)对当前“真正虚拟性文化”的说明，其中“重组个性的自主能力”成 
为身份建构的主导模式，典型地说明了人类隐含地从社会学理论中撤退。在厄 
里(Urry, 2000： 40-41)的“后社会”及哈洛威(Donna Haraway, 1991)的“电 
子人”中，也体现出了这种撤退。前者将因特网作为当前社会生活流动特征的

一观点提供了一种强健的、压抑不住的社会能量，这些能量塑造了人类遭遇和 
关系，培植并保持了团结、联结、道德责任和群体表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 
能看到对该传统的批判性继承能为我们提供巨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意欲继续研 
究社会究竟是什么的话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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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

<12>

约为虚拟事物的做法，看起来恰好忽略了这点。

主要隐喻，后者则将“电子人”的生物技术图景作为一种解放方式，以理解由电 
子交流系统构建起来的全球网络时代的社会生活。

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228)挑战了这种去人性化的视角，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视角对一些特定社会理论家的吸引力，与它们是否关注大 
多数人脱离了关系。然而，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则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即针对支撑这些视角的理论。通常，本体论的最基本问题一人类專的是这样 

甚至没有被直接表达出来。罗蒂(Richard Rotty, 1991)的主张似乎 

得到了广泛认可，即我们必须避免关于人类具有内在的、本质的特征等本质主 
义宣称所带来的“尴尬”。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主要关注意义建构的文 
化特殊性，这就排除了接近真实世界和真理的可能性，从而也就使得基本的本 
体论问题变得毫无意义。而且，这种视角也表现出了巴斯卡(Bhaskar, 1979)所 

称的“认识论谬误”，即认识论(关于知识的理论)和本体论混淆了。要反对这 
种谬误，我们就需要强调，尽管人类的知识、意义和身份可能确实被大量的偶 
然性所塑造，但若就此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能被我们完全认识的真实世界(和真 
实人类)，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点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变得很重要。

首先，尽管有文化差异，但我们的形体存在于世界中，这就意味着所有的 
人类共享一些最基本的感知能力，如饥饿、疼痛、开心、欲望，以及其他诸多 
情感和感官上的现象。我们也有能力去行动，从事一些东西以及反身性地思考 
我们自身、我们的行动以及周围的世界。很明显，这些能力的发展、个体和群 
体对它们的体验，以及我们建构出的用以解释它们的理论，在不同的文化中是 
有显著差异的。即便如此，若不能认真地对待它们以及人类不可避免的要死亡 
的特征，就不能为社会理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即使在卡斯特尔所设想的全球信 
息时代，也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全球精英”认为他栖居于“虚拟 
空间”中，拥有文化和财力资源来弱化边界认同、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否则 
这些就可能会约束他的生命目标和历程(Bauman, 2002:235)o然而，接触电脑、 

操控卫星信息系统，以及建立“虚拟社区”等行动，最后还是要借助于物化的 
身体，只有这种身体才能感觉到快乐和痛楚，才拥有认知能力，甚至在某种意 
义上来说，才会不可避免地死亡。卡斯特尔和布希亚这类学者将人性和社会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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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值得

<13>

其次，从这点出发，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是重要的，因为离开了它，认为 
能够无止尽地塑造人类特征的各种观点，就会促使道德关注失去所有实质内容。 
例如，厄里在讨论环保者伦理时，提到了将权利从人类扩展到动物身上，但并 
没有解释这样的权利如何能被“扩展”，如果人性真如他所称 
尊敬和保护的所谓的本质、内在潜能或突生出来的力量(Urry, 2000： 169)0更 
宽泛地来说，鲍曼(Bauman, 1993： 243)认为，当今喧嚣的对“人权”的呼吁， 
经常掩盖了其实仅是自我本位的对“独自待着的权利”的诉求，这表明道德关 
注消解到了文化相对主义中，而文化相对主义往往不能为各种权利观提供任何 
实存的基础。更进一步而言，如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Rojek, 2001： 109)所说, 
“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论争可能、或者已经被政权当局操控和滥用，以在文化真 
实性的幌子下为各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做辩护”。如他们所说，普遍的人权观必须 
以身体的本体论真实为前提，否则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来挑战不同文化中强加于 
人们身上的暴力、堕落和压制。

要将社会理论植根于一种对“何以为人”的令人满意的解释中，就不能仅 
仅关注狭义的身体，还必须关注作为洼挚隹专在的人类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群 
体环境。厄里(Urry, 2000： 187)对当代公民权所涉及的责任和义务的讨论，就 
意识到了群体环境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其与“社会”联系起来，而只是将其 
与“全球同质性、消费主义和普世主义”模式相关联。撇开这些过程到底有多 
么广泛和富有影响力不谈，厄里显然否定了社会具有任何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 
事实上，尽管他表述的“社会”所指有些模糊(他有时暗指它存在于过去)，但 
在总体上则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关于社会模式和社会过程的“隐喻”.这个隐喻 
现在应当被废弃，以转而青睐“流体和流"(fluids and flows)的隐喻。然而，当 
厄里(Urry, 2000： 22)认为各种隐喻的“生产力”能以经验证据来核定并以此 
抵制相对主义时，他却提出了一种本质上属于八季亍《、単的世界观，尽管他实 
际上反对人性本质论。如巴斯卡(Bhaskar, 1998： 42)所言，将经验与真实混合 
就是一种人类中心说，因为它将人类所经历的与实际存在的等同了起来。然而, 
正如阿彻尔(Archer, 1995： 69)提到的，一些事情的真实性或许只能通过它们 
施加于其他事物上的影响来建立和识别。在这一意义上，涂尔干将社会视作一 
个独一无二(suigeneris)的实在这一观点尤其重要和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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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社会

<14>

贝拉(Robert Bellah, 1973)指出，在涂尔干的著作中，传播最广、含义最 
为复杂的词语莫过于“社会”，抓住“这个单词的诸多含义和不同层次上的意涵， 
也就几乎相当于理解了涂尔干的全部思想二⑶实际上，涂尔干的所有著作都可 
被理解成试图抓住社会生活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以及抓住构成社会生活实在性 
的社会的、心理的和物质的力量，不管它们是可观察的还是不可观察的，而非 
简单地将社会实在作为经验事实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涂尔干会说社会建构了一 
个“研究的视界”，一个“棘手的问题城”，而非“一个被实证所确定的已知事 
实”(Karsenti, 1998： 71)o作为研究问题的“社会”概念，在随后诸多社会学里 
可能已经消失，这也许可以解释吉登斯(Giddens, 1987a： 25)的评论，即“社会” 
成了一个“几乎是未经审视的名词二然而，在涂尔干的著作中，“社会”是经过 
反复检验和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认为涂尔干从未真正定义 
过该名词(Lemert, 1995： 26； Poggi, 2000： 84)O

就像卢克斯(Steven Lukes, 1973： 21)所观察到的，涂尔干以多种方式定义 
了社会：它是信仰和实践的社会的或文化的传承，作为各种联系而存在，对个 
人强加社会地规定的责任，是人们思考、感觉、行动的对象，有时表现为一个 
具体的社会(例如民族国家)，或者表现为构成它的群体或制度。然而，概而 
言之，将涂尔干对该词的所有不同用法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岀，“社会”这一概念 
被用来指涉社会生活中与社会行动、情感、信仰、价值和理念相关的“超越个 
人”因素(Lukes, 1973： 115).贝拉(Bellah, 1973： ix)认为，“社会非但与外在 
的’物质实体’不同，而且还是深藏于内部的一种东西二在这一点上，涂尔干 
(Durkheim, 1995： 12-18)对经验主义的批评意义重大，因为他认为，将实在 
化约为经验，就会不可避免地认为，那些外在于个人或社会对各种现象的建构 
过程的事物，没有所谓的真实、意义或价值。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的最深处， 
生活的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就会这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argued away)。与这种 
简化的做法相反，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广泛合作”，在这样一 
系列含义丰富、复杂的过程中将观念和情感连接起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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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们成为“真正的人"(trulyhuman) (Durkheim, 1995： 15—16)0
对涂尔干来说(Durkheim, 1973： 149, 162),因为社会从人类芝系中产生， 

所以不能被解释为“个人自然的和无意识的发展”，也不能被设想成独立于构成 
它的个人。社会依靠组成它的个人，但又不能化约为个人，因为作为一个突生 
的“独特”实在，它能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改变人类。⑶认识到这种能力很重要， 
否则，我们就会很轻率地高估个人能动性的范围和潜能，低估个人日常生活中 
面对的各种挑战和约束。

在这方面，吉登斯(Giddens, 1976, 1984)批评了涂尔干的这种超越于个 
体能动性之上的聖管实在的观念，认为这会怂恿一种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即将 
之视为以高水平的整合为特点、有明确边界的实体。然而，正如特纳(Stephen 
Turner, 1983)所表明的，这不仅牵涉到对涂尔干实在论的误解，而且还有将其 
立场功能主义化之嫌。当吉登斯(Giddens, 1990： 64)认为社会学家过多地强调 
了 “社会”时，他自己却把“社会”等同于一个功能主义的“有界系统”，从而 
与他自己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即他关注的是那个使现代社会生活能够无限重 
构的历史性反思过程。与涂尔干一样，他也想提供一个“社会生活的本体论”， 
但却反对任何“物化”的突生性或独特的实体，从而强调周期性的社会实践及 
其转型(Giddens, 1991b, 2003)。因而，他的社会生活观在本质上是过程性的， 
每样事物都是处在“迈向成型的流动过程中”。然而，除了一些行动的非意图后 
果之外，他看不到任何从这些过程中突生出来的事物(Archer, 1995： 95-96)o 
即便是“结构性能”(structural property)、“规则和资源”这类使能动性成为可 
能并约束能动性的东西，也只有在行动者表现它们时才存在，因而仅仅是社会 
行动者头脑中的一种“虚拟存在”(Archer, 1995： 97-98；参见Craib, 1992- 
42)。基尔敏斯特(Kilminster, 1991： 101)指出，这种社会生活观不仅会低估使 
人与人联结起来的人类情感维度，把人视为高度理性化的反身性监控者，还会 
赋予人类巨大的形塑社会实在(在他看来，一旦脱离开行动，社会实在就只是 
一种虚拟的实在)的能量。

与吉登斯不同，巴斯卡(Bhaskar, 1989： 77)和阿彻尔(Archer, 1995： 139) 
强调“社会先于个体而存在”：“教堂礼拜者或者语言使用者发现他们的信仰和 
语言自打出生就已经存在了”(着重号为原文所加)。至于宗教，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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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超灵性的社会

<16>

涂尔干关于社会生活的动态画面，反映在他对“有机团结”的前契约性基 
础(precontractual foundation)的兴趣之中。在他早期的著述中，他相信有机团 
结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Durkheim, 1984)。向他所要说明的是，社会更正式 

的契约和制度维度，是建立在预先存在的社会力量、能量和责任的运行之中的| 
威廉姆斯(Rowan WUliams, 2000： 58-59)在评价伯斯(Bossy, 1985)关于“社 

会奇迹”的思想的持续价值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并把它看成是令人满意地理解 
社会到底是何物的关键之处。尽管涂尔干随后放弃了 “机械的”和“有机的”团 
结之间的区分，但他对这些前契约性力量仍有持续的兴趣，而且它们是他所言 
的“超灵性”的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在从 
个人之间关系中突生出来的东西中，有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态，其中，个体身份/ 
认同以一种深远的方式被形塑和开发。

涂尔干的观点是，人类个体的生物、心理要素的简单汇总，并不能说明个

诸如基督教等并非仅能通过行动才能体现出来，也并非除此之外不过是一种虚 
拟的存在。基督徒们会发现他们自己被一套信仰和实践系统所限制，这套系统 
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以前。当然，对于这些加之于个人身上的需求，有的人会排 
斥而不是被吸引，并试图对现存传统进行“挑选与组合”，甚至发明新形式。但 
这些举动都只能在既有的约束下完成，至少还会使用“基督徒” 一词。进一步 
而言，正如涂尔干(Durkheim, 1982a： 51)所说，“没有人强求我对国内同胞说 

法语，也没有人强制我使用法定货币，但是除此之外，我却别无选择
即便我能成功挣脱这些规矩，也是被迫去反抗它们的”。这里，涂尔干通过作 
用于行动之上的因果效应，说明了社会事实的实在性(Bhaskar, 1998： 220)o 

然而，“社会是一种突生的实在”这一观点，并不是简単地建立在约束的基础之 
上：社会的突生性也通过那些能超越功利主义地自私算计的观点、感受和道德 
纽带的刺激表现出来(Durkheim, 1995： 209).这也正是“超灵性”概念特别有 

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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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同的意识、性情及性格特征。相反，这些不同的特点是个性的不同方面， 
而个性又是从个体生活的不同方面的总体性过程和互动中突生出来的。根据其 
对21世纪心智哲学的预期(Sawyer, 2002),涂尔干认为这些独特的性质构成了 
个体特定的“精神生活”(psychic life),或者说“灵性”。类似地，他认为，社 
会作为一种从个体之间关系中突生出来的独特现象，有着它自身独特的超灵性, 
而这也是社会学研究与众不同的对象(Durkheim, 1974a： 27-8, 34)。简言之， 
我们所谓的“社会”并不简单地是为满足特定经济、政治或哲学需要而构建的 
经验现象或实用现象，而是一种独特的、使社会生活充盈着超越特征的“存在 
的改善”(Freitag, 2002)。因而，超灵性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因为 
它有助于阐明社会实在的本体论深度，显示出那些摆脱了实证社会学影响的人 
类行动、信仰和经验之构建的整体性背景。

在这方面，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 1964, 1971)扩展了涂尔干 
的著作，他提出了一种“深度水平分析"(depth level analysis),旨在研究与科 
伦鲍姆(Korenbaum, 1964： xiii)所称的“社会实在最深层的、最模糊和最有掩 
饰性的层次”有关的可观察的社会现象。这些最深的层次可以在突生的集体意 
识中找到，它有着一种内在活力，这种活力以一种细微但深远的方式塑造了社 
会(Thompson, 1971：xvi)o在新近的研究中，明显缺乏对社会实在的深层进行 
系统性的探询，尽管有些有意思的观点也认为这样的现象仍然显著存在。实际上， 
扩展涂尔干“超灵性”概念之重要意义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关注在一系列社 
会理论中呈现出的、涉及构成社会更复杂的制度化向度的整个社会能量(或力 
量)子层面的理论化不足的状态。例如，维瑞利奥(Virilio)就识别出一个隐藏 
在不为制度性社会学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场景”(Armitage, 2000： 43)0 
这种观点也能在德塞托(de Certeau, 1984： xi)和马菲索利(Maflfesoli, 1996)的 
著作中找到，前者谈及“社会活动的模糊背景”，后者对“社会神圣事物”做了 
涂尔干式的论述。实际上，鲍曼(Bauman, 2001： 3-4)也提到了社会的“生命 
汁液”，这种“汁液”相当于一种“元资本-(metacapital),使个人联结起来组 
成特定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他们每个人那里，这种社会子层的本质和意义都 
没有以一种成熟的方式表达出来，尤其是在鲍曼的著作中，这种子层在社会学 
上的意义反而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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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尔维奇(Gurvitch, 1964： 1)关注社会现象的“多维”特征，比最近 
的其他研究更具系统性，并且清晰地表达了它们持续的社会学意义，但是他的 
著作却没怎么关注社会实在这些“被掩盖”的层面的道德和宗教含义。科学哲 
学家波兰尼(Polanyi, 1958, 1967)的说法或许会对我们更有帮助，他谈到了知 
识这个社会子层面，这是一个“默会维度”，它不仅塑造了人类思想，而且还规 
划了它，使之不局限于经验层面，从而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实在的本质。在此， 
托伦斯(Torrance, 1985： 113)认为，人们完全有可能理解人类生活如何具有一 
种内在的社会和道德特征，这些特征以其本体论深度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世界。 
人类的肉身化体现，使我们能够通过与社会其他成员的互动而超越个体存在的 
局限性，并将我们整合进一个“灵性的实在.之中，从而在我们个人和社会实 
在中建立起一种开放性的超越关系(Polanyi, 1967： 53ff； Torrance, 1985： 111, 
也可参见 Bossy, 1985, WiUiams, 2000),

波兰尼的突生的、默会的“灵性实在”概念，与涂尔干的突生的、社会的“超 
灵性”概念有诸多共同之处，这在涂尔干对“人性二重性”(homo duplex)的解 
释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在两种意义上强调人性二重性：首先，人类认同有个 
体和群体两个来源，其次，它们的“理性”维度产生于作为独特实体的社会中的 
社会能量的一种“非理性”的刺激和循环反应(Durkheim, 1974b)。在他关于社 
会复杂性的观念中，超灵性的因果意义在社会能量中得到表达，这种社会能量 
暗示着，或者确切地说，在个人身上强加了特定的行为和思考方式(Durkheim, 
1982b)。这种因果性意义也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社会的这种基本“强制力” 
是与一种刺激共存的，这种刺激导致在其所有的本体论深度上对社会实在进行 
开放性的审视。正是在这种二重性的背景下，社会学才成其为可能，而社会学 
本身也试图审视这种本体论深度。社会学本身就是从超灵性中突生出来的，并 
反过来对这种超灵性进行系统的探索(Durkheim, 1953, Luckes, 1973： 416).

然而，后现代理论即使不反对社会本身(per se),也倾向于反对社会关系 
的任何整体维度，并集中关注碎片化和区隔化的过程。例如，德勒兹和瓜塔里 
(Deleuze & Guattari, 1998： 208)求助于当代对涂尔干批判最激烈的批评家，加 
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来强调他们关于片断的核心原则的理解，并且 
在他们那里，片断是一个优先于任何有机整体的概念(Gane, 2003： 14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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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会
最近，学术界对一系列标识为“宗教性的”现象的兴趣又开始高涨起来。 

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宗教因素向其他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传播，包括“技 
术科学”(techno-science) (Virilio, 1996),日常社会互动(Maffesoli, 1996),消 
费主义(Featherstone, 1991,Ritzer, 1999),沟通媒介(Lyon, 2000),以及后 
现代主义哲学(Wernick, 1992)。对宗教现象的许多研究都借鉴了涂尔干的思 
想，尤其是其影响深远的说法：“一个人的宗教生活展现了他最为深刻的一面” 
(Hertz, 1983： 87)O然而，与卢克曼(Luckmann, 1967)的“看不见的宗教”的 
思想一样，这些借鉴了涂尔干思想的研究，对什么是“神圣事物”的界定非常

需要注意的是，在涂尔干(Durkheim, 1974b： 24)看来，群体生活的超灵性不仅 
表现在个人与“总体性社会”的关系之中，也表现在个人和处于更大社会整体中 
的“次级群体”的关系之中。在诸如家庭之类的小型社会群体中，这一点也表现 
得非常明显。在小型社群中，持续的社会关系产生出独特的群体实在，从而对 
身处其中的个人的意识和行动产生重大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71.因此， 
这种超灵性观并不是指那种容纳了其所有个体的、无所不包的集体主义的一种 
形式。相反，它是指一种人类关系的性质，这种性质从我们存在于世的身体化 
形态中突生出来，孕育并滋养了包括亲密关系、小群体甚至全球关系在内的不 
同层次的人性的各个社会方面。

然而，鉴于社会能量和力量有着售糊性的特点，因而这种滋养并非在所有 
方面都是可取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力量为何既可以产生英雄主义、忠诚 
和自我牺牲，也能产生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粗蛮行径(Durkheim, 1995： 
213, Fields, 1995：xlii)o作为从社会的超灵性维度中产生出来的事物，宗教也 
时常显示出上述模糊性，既激起暴力和战争，也培养了对生命本质和人类命运 
的深刻洞察力。即使这样，作为关注人类归属感(它内在于人性在这个世界的 
具身化之中)的先验条件的突发现象，宗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正 
如涂尔干所言，它值得社会学对其进行非常认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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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泛，以致那些与“宗教的”这个术语稍沾点边的东西都可被看成是“神圣事物二 
当然，这种界定也有它的好处：既能阐明明显的“世俗的”现象与更传统的宗教 
形式之间的共同特征，又能突出上述两者得以产生的超灵性环境。例如，马菲 
索利(Maffesoli, 1996： 73)根据涂尔干的“社会的神性”(social divine),将在 

性关系网络、因特网群体和各种体育和音乐群体中表现出的狂热的团结与基督 
教的“圣徒相通"(communion of saints)联系起来。

然而，这种界定的缺陷在于，对共同特征的关注会忽略根本性的差异：性 
关系网络是为了满足特定需求的功利主义目的而产生，除了这种功利性目的， 
它并不奢求更多；而“圣徒相通”则包括了各种信仰、观点和体验，这些信仰、 
观点和体验是经过过去数千年发展起来的，它关注生死、人的潜能与局限，以 
及万物的本质。将这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不过是一种社会学策略，该策略没 
有把握住对眼前欲望的相当草率的满足和试图理解人类命运和生命本质问题的 
严肃尝试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种研究将宗教与社会的超灵性混同起来，尽 
管它们有所相关，但仍应被视为是不同的。

在这一点上，莱默特(Lemert, 1999)借鉴涂尔干的理论，并使用希腊社 

会的历史学研究对之进行充实，从而提出了一种宗教理论。与涂尔干一样，他 
认为宗教是关乎“严肃的生活”的⑼。他认为，社会理论对宗教进行探讨的意 
义在于，它能阐明扎根于对家庭和社会的经历和体验之中人类存在的偶然性 
(contingency)和局限性(finitude).正如他所说，宗教是社会和政治现实主义的 

来源之一，因为它提醒我们，那些将我们联结进社会的希望、伙伴感，以及认同， 
是与人类死亡和相互依赖的“无情”事实连在一起的。莱默特(Lemert, 1999： 
260)指出，对于泰勒(Charles Taylor, 1994： 73)而言，宗教在上述意义上的重 

要性，突出地表现在由“再分配政治”和“认同政治”所引起的冲突中：社会不 
公和文化差异等问题植根于宗教对人类局限性的处理，不管这种局限是社会的 
还是个人的，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一个新的、更具建设性的环境下 
来处理当代的一些社会、文化和政治冲突1101.

莱默特认为宗教能提醒人们人类的偶发性和局限性，这本身有着积极意义， 
但是，这一说法也剥夺了其突生的宇宙哲学维度的任何本体论意义，并将其化 
约为一种实用主义目的，即减少各种社会和政治乌托邦的危险形式。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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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宗教是一种通过行动和信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处理的是从人类具 
身化的生活中的偶然性、潜能和局限性中超越出来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提 
到的，涂尔干关于突生的超灵性的观念表明，这种超越是开放性的，而这正是 
我们与社会中他人的具身关系(embodied relation)的内在特征：这种开放性， 
有利于不同的宗教行动、信仰和知识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尽管它们的系统化程 
度不同，有的比较精妙，有的比较复杂，这种开放性还进一步揭示了世界的本 
体论深度，从而将人类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更广的、具有宇宙论色彩的视角下。 
正是这种对本体论深度的“揭示”，解释了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点在 
个体对各种生活形式的道德、实践和智力要求的遵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Archer, 
2000： 186),并且在社会遵从宗教原则进行的结构化过程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这两个例子中，后者可能更麻烦，因为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世俗化的假设视为 
理所当然，因此，在此引入两个关于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特殊影响的关键论点也 
就很有必要。这两点将在后面做详细阐述。

首先，对当前基督教衰落的臆断，非常轻率地导致人们不能够严肃地对待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历史演化的影响，也在总体上导致人们不认可或是忽略宗教 
问题的巨大重要性。如特里格(Trigg, 1998： 5)所言，“那种试图瞬间瓦解我们 
西方文明建基其上的那些信仰的做法，既非明智也欠缺学术风度二这种鼠目寸 
光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简单化理解之上。与之不同的是，采取历史大视野的学 
者则指出，基督教对欧洲(REmond, 1999)、自然科学(Torrance, 1984)、社会 
科学(Shilling & Mellor, 2001, Gane, 2003),甚至是现代性本身(Kumar, 1995) 
的发展都具有核心意义。

其次，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的，在当前也很明显，即使 
这种影响的程度被世俗化的话语大大掩盖。正如欧多诺万(O'Donovan, 1999： 
247)注意到的，尽管现代的自由技术社会显得完全“世俗化”，而且时常看起 
来是以缺少特定道德和宗教维度的“准机械体系”(quasi-mechanical system)运 
作的，但是这种表面的世俗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自我意识”上的：宗教和世俗 
的区分本身就有着特殊的基督教特征，历史地看，这种区分也表现在精神与现 
世的分割，以及“两个领域”和“两个城市”的观念上(参见Taylor, 1989)0更 
进一步而言，即使一些现代西方世俗性最独特的表现，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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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的还原/化约主义”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只

教信仰之上的。因此，尊崇政教分离原则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可被视为是 
基督教世界终结的象征”(O'Donovan, 1999： 244)0尽管如此，塑造该信条的并 
不是那些自觉的世俗分子，而是虔诚的基督徒们，他们认为第一修正案应该能 
促进“真正的基督教” (O'Donovan, 1999： 245)o

基督教对现代“世俗”社会观的影响，有着非常重大的社会学意义，尤其 
是当我们意识到下面这一点时，即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并没有区分“两个 
领域”，这也正是为何穆斯林不愿像西方人那样将西方的世俗性视为一种宗教中 
立的根本原因(参见 R^mond, 1999： 196； Siedentop, 2000： 208).这一点就着 
重指出了特定李學差异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指岀了那种试图通过经济或政 
治化约主义来消解掉宗教因素做法的危险性。就此而言，如何评价“9 • 11 ”后 
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值得我们关注。特纳(Turner,2002).福山(Fukuyama, 
2002)和凯尔纳(Kellner, 2002)因循巴伯(Barber, 2001)的路线,都对伊斯兰 
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轻描淡写，转而关注那些与相对贫困和西方消费主义的 
全球传播有关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就像亨廷顿(Huntington, 1996)的“文明的 
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命题所言，宗教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各种文明的社会 
形式之中，并对后者产生巨大影响。如果忽视了宗教假设对我们描述社会的“世 
俗” 一面的作用，社会学家就会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从而也就无法很好地 
理解现代西方以外的那些社会。

依据上述观点，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涂尔干(Durkheim, 1995)以下论点的智 
慧所在：在初级生活形式中，社会经常是一种宗教现象。就像他反对将社会的 
独特实在性化约为社会的个体构成部分一样，我们也要反对他将宗教简化为社 
会力量的象征性表达。［,1)-
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宗教的现实社会意义，即将其看做影响人们的观念、 
选择和行动的动因。宗教是发朝于超灵性的，神学家过去常常通过“自然神学” 
之名来说明这一点(参见Trigg, 1998： 175-182)。尽管如此，宗教还是能卓有 
成效地处理作为社会关系典型特征的对超越的追求。这种能力不仅能确保宗教 
始终是“人性最基本和最永恒的方面”(Durkheim, 1995： 1),还确保了宗教对 
所有社会的影响处于核心地位，而不是只在那些世俗理论家们所设想的私人的 
或者作为附带现象的“子系统”中发挥影响。进一步而言，对宗教的非化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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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已经考察了对社会观念的当代批评的一些关键方面，并指出 
将古典社会学的社会观与现代民族国家等同起来是错误的，这种等同忽视了不 
同的社会观在不同社会形式的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表现。我特别指出的是， 
这些批评往往误解了涂尔干的思想，我也强调了以他的社会实在论作为研究基 
础在对社会作出令人满意的解读这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接着我指出，这种新的 
解读必须考虑到以下四点:首先,社会依赖于人类的具体特征和潜能而得以出现， 
其次，作为一种突生形式，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超越构成它的个体，再次， 
这种超越能被概念化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超灵性”，它提供了特殊的生态环境， 
培养和发展着人性的社会性方面，最后，社会实在的超灵性方面使得它的超越 
性是开放的，从而促成了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宗教形式得以出现。

上述四点在我们后面论述社会的六个维度时会做进一步阐述。这六个维度 
如果阐述得当的话，会有助于恢复社会学研究的活力，并能揭示那些为了后社 
会社会学而抛弃现在的社会学形式的人的行动是多么的轻率。后面每一章都集 
中在一个维度上，将社会作为复杂的、偶发的、必要的、现世的、默会的，以 
及复兴的现实加以考察。

第二章主要关注社会的复杂性维度，并对后社会视角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集中关注各种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的本体论假设是如何能圆满地处理道德和宗 
教等问题，并考察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关注了作为一种突生现象的社会实体 
的“超灵性”（如果它们有所关注的话）。通过对以下问题——各种形式的后现 
代理论，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技术重构的社会学观点，以及关于消费主义、个 
人主义和市场过程的当代理论——的批判性探讨，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大部

义的理解，有助于澄清麦金泰尔（MacIntyre, 1955： 260）的观点，即不同的宗 

教的“本体论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世界本体论深度的实在性不仅产生于特定信 
仰和实践传统的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中，而且还与这种特殊性不可分割（参见 
Moore, 2003）o [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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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都有所偏颇，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还原主义，对人类持续存在的特征和潜能未 
做充分探讨。与之相反，我们认为，必须把社会视为从人类关系中突生出来的 、 
复杂的、不可化约的现象。

第三章通过关注社会的偶生性这一特点扩展了上述论点。正如阿彻尔 
(Archer, 1995, 2000)所强调的，社会并非一个自足的实体，其出现是依赖于 
构成它的人类。就这点而言，本章强调了发展一种对社会具身化理解的重要性， 
并试图表明，作为社会生活之关键特征的超灵性和宗教力量是一种突生的现象 ， 
从那些拥有特定潜能和力量的个体中产生，但又不能化约为后者。本章讨论了 
许多理论家的观点，尤其关注了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阿彻 
尔(Archer, 1995, 2000)、涂尔干(Durkheim, 1995)和巴塔耶(Bataille, 1987, 
1991)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尽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在论述社会的具身 
基础(embodied basis)方面很有启发性。通过与它们的对话，我们能有效地采 
取一种社会实在论立场，说明具身性、社会、超灵性，以及宗教这些要素的相 
互关系。

第四章主要讨论社会的专學性维度，并对其偶生性特点进行补充。与那些 
关注现代个体面临选择多元化的理论不同，本章第一部分分析禁忌。尽管后现 
代关注越轨，但是禁忌仍可被视为是社会作为独特实体对个人施加影响的集中 
表现，因为禁忌表达了超灵性力量的强制性方面。据此，莫斯(Mauss, 1969) 
对礼物交换的论述，被视为是考察互惠性义务模式是如何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 
传播的典范研究。巴塔耶(BataUle, 1991)则发展了莫斯的论断，提出了 “普遍 
经济”和“有限经济”。可以把这种发展看做是对那些为了自己论证的需要而试 
图拉拢巴塔耶的后现代理论家的直接挑战。莫斯和巴塔耶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 
是都认为经济是嵌入在社会中的。这一观点也是波兰尼(Polanyi, 2001)对现代 
经济学体系所做贡献的奠基石。因此，本章的余下部分就主要考察了波兰尼对 
那些关于人性和社会的市场模型的激烈批判。波兰尼的这些思想，尽管初次发 
表于1944年，但却很好地阐述了由于经济的驱动，社会实体日益去人性化的趋 
势，这种趋势尤其与当今时代的全球化脱离不了干系。

第五章通过关注现世的维度，进一步对社会进行再评价。正是在现世的情 
境下社会得以发展，并且现世与精神的区分对各种神学的、哲学的，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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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社会观的发展产生着主要影响。本章首先讨论了时间对我们如何概念化社 
会所具有的意义，以及这种社会实在论立场所具有的价值，然后指出基督教历 
史为西方社会制造了特定的文化矛盾。这些文化矛盾主要是关于现世和精神方 
面的冲突，它持续到现在，并将继续影响我们理解社会生活的方式。随后我们 
指出，在那些对社会纽带和契约作出有影响力解释的哲学中，这些矛盾也贯穿 
始终，并表现在一些关于现代性的主要社会学观点中。从整章来看，我们指出 
许多关于当代社会世俗性的传统观点都会混淆我们思考事物的方式与事物实际 
存在的方式。因此，现世与精神的区分，比世俗和宗教的区分，在分析上更精确， 
也更有用。

第六章关注社会的默会维度是如何嵌入于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之中的。本 
章的第一部分探讨涂尔干就这种“嵌入”过程而言的“集体表征”概念。接下 
来是对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社会表征”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该理论是为涂尔干的著作锦上添花。它主要论述了以下两方面：现代生活的主 
要特征是一切社会形式和过程都处于流动、变化之中，即使这样，一些“核心 
主题”(core themata)仍然持续存在，尽管有些人公然宣称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什 
么社会表征，但是社会表征却依然在他们的世界观中发挥着作用。本章余下部 
分集中讨论社会现实的三个不同层面，它们依赖于默会的社会知识，而后者是 
拒绝任何反思性解构的。首先，我们结合布迪厄所说的“信念”，或者说存在 
于社会惯习中的习以为常的知识，讨论了各种探究“日常生活”的社会学意义 
的努力和尝试(Fowler, 1997： 2)o其次，在现代各种“公共”生活观和“私人” 
生活观中，呈现出一种对社会生活概念默会的基督教的结构化方式，我们将这 
种方式的出现视为一个范例，用以说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二分是如何基于一个 
宗教层面而作出的。再次，我们讨论了默会性假设在不同社会之间关系(inter- 
societalrelations)中的作用，并审视了基督教表征和伊斯兰教表征在萨义德(Said, 
1978) “东方学”(Orientalism)论断中的不同作用。总之，我们认为，要讨论 
社会的默会维度是如何持续不断地塑造个人意识，就必须对某些社会学观点提 
出质疑，因为它们过于轻率地认为“社会纽带已经消失了，社会价值已经崩溃了 ” 
(Lash & Feathestone, 2001： 17)o

第七章讨论了作为实体的社会的复兴。一些当代社会理论家使用一系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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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

<25>

[3]

例如，饱曼(Bauman, 2002： 11, 43)将社会学对“社会”的理解，等同于现代民族国 
家出现，这种解读方式尤其表现在安德森(Anderson, 1991)对民族国家的著名分析中， 
他将社会描述为“想象的共同体二厄里(Urry, 2000)对■社会”的概念史的叙述，也 
集中关注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社会.概念，以及随后在涂尔干和帕森 
斯的影响下，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的社会观也包含进来。然而，这种做法不仅低估了 
包括涂尔干理论在内的很多关于社会的社会学理论的精致和复杂性，而且还使得对作 
为一个概念的“社会”的历史描述，即使在社会学内部，也具有高度可选择性.
关苹涂尔干对社会的大胆断言，社会学中存在着许多理解方式。与通常观点不同的 
是，由于涂尔干主义传统能指明社会的保序所在，所以它对如何思考社会提供了一个 
有用的基础.那些通常的观点忽视了涂东辛对自由、必要性和决定论等哲学问题深切 
关注的程度，也忽视了涂尔干发展了一个社会实体论而非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该理 
论旨在将上述问题也考虑进去，井强调社会事实必须被当做真实的东西而非概念来 
进行研究(Jones, 1999：77)。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人类肉身化的特征的关注，进而对 
社会生活的特征的关注都是非當关键的，也是评价他对诸如“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e) (Durkheim, 1995： 221)之类现象的社会创造性作用的强调的正确语境。 
因此，我将说明，尽管涂尔干经常被认为是阿彻尔(Archer, 1988, 1995, 2000)所说的 
“向下合并"(downwards conflation)(把什么都还原到社会)的典型，但涂尔干事实上 
提出了一种接近于阿彻尔自己理论的社会实在论(尽管她的论述有助于掲示涂尔干思 
想中的特定局限)，并且这也为我们探讨社会与人类肉身化的在世(being-in-the-world) 
特征之问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正如阿彻尔(Archer, 1998； 193)指出的，我们应该记住，必须在更广泛的人类情境下

略来忽略当代伊斯兰社会和“西方”社会冲突中特定的宗教面向。这些冲突经 
常被还原为经济因素，或关于现代性的争论及不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讨论， 
我们指出，最好是用新涂尔干主义社会实在论来说明这些冲突的真正本质，并 
帮助我们理解-些神学因素正重返像维瑞利奥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这里强调 
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一个对超灵性和宗教力量敏感的“分层本体论”视角内来 
看，对当代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冲突的新鲜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社会理 
论面临的关键性挑战，这些挑战并不是揭示社会的死亡，而是揭示了社会的复兴。 
在接下来的第八章里，综合了前面所有论述，并就社会学为什么还必须集中于 
对社会的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结论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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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17]

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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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置于社会理论中心位置的价值。她指出了一种作为20世纪社会学典型特征、并在社 
会学理论建构之“文化转向”中加剧的“抽象错置谬误”。这种谬误表现为观念和信仰

理解西方社会的特权：后现代的体验对那些需要面包而非马戏、寻求自由地表达而非 
表达的自由的人们来说，不是全球范围的。法兰西学院的存在和“把玩碎片”的特权实践, 
需要大量的物质先决条件。
即使这并非是贝拉(Bellah, 1973： ix-x)的意图，他关于“涂尔干以一种更接近古典神 
学而非实证科学的方式使用社会的概念”的评论，亳无疑问会被那些认为他把社会物 
化的社会学家看做是一种严厉的谴责。不管怎样，贝拉的评论舶I及到了这一事实，即 
涂尔干赋予了社会现实足够的本体论深度。
基于涂尔干将社会突生的权力与集体现象而非关系性现象相联系，巴斯卡(Bhaskar, 
1998：211)试图将他自己的“批判实在论”同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区分开。他认为，相 
比之下，集体现象必须“主要被看做持续关系的表现”。事实上，这非常接近巴斯卡的 
观点，但却误解了涂尔干的立场。
涂尔干的社会模型被描述成在社会力量强弱周期影响下(Gane, 1983a： 229), “ 一个遭 
受生、死、重生过程的社会机体”(Mauss, 1973：292)。其内在动力经由维克托•特纳 
(VictorTurner, 1967, 1974)的同感(communitas)概念巳得到发展。
然而，这一点尤其重要，就当代西方社会而言，如此的多样性特征使得图海纳(Touraine, 
1989： 15)及其他人认为社会关系的复杂的、变动的场域，巳经在很大程度上折中了 
那些将个人与无所不包的总体性(overarching totality)简单关联的任何做法。规模和 
力量各异的社会群体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实践举措和各种象征系统，后者使得个人与他 
人、民族国家乃至全球性势力和机构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并通常是冲突的关系(參见 
Yeatman, 2003).超灵性可能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内在特性，但它采取的形式不但变化 
多墙，而且能在突生出来的不同社会层面相重叠，并因此能激起社会的和文化的冲突。 
一切现象都能从社会超灵性的基础上生发并反映人类总体的先验状况如社会学、哲 
学和政治学理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超灵性层面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然而， 
宗教的不断突生和持埃，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是有边界的，而且如涂尔干 
(Durkheim, 1995： 1)所言，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并且持久的特征”•
正如我巳指出的，尽管在过去莱默特(Lemert, 1995：48)严厉批评涂尔干对社会的理解， 
但相比当代很多其他批评家而言，他最近的文章已表现出对涂尔干思想的赞赏和更深 
层面上的一致。这不但表现在他对宗教和当代社会理论(Lemert, 1999)的讨论中，也 
表现在他对很多表面上拒绝涂尔干思想的当代社会和文化理论中呈现的“涂尔干幽灵” 
所做的评论(Lemert, 2003)中。对莱默特(Lemert, 2003： 315)而言，涂尔干的持久遗 
产在于他的诚实和戸ii品质，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探究了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与不同 
的社会和文化形式发展赖以存在的人类共同基础之间的张力。

[10]罗尔斯(Anne Warfield Rawls, 2001)再次援引涂尔干对宗教的描述，也强调了将宗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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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于实践，并在很多后现代理论建构和文化研究中很明显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 
的结论：“无法回避一种有关相竞争的信仰和相竞争的意义的相对论，其中每个信仰和 
意义都定义了相竞争的现实/ (Rawls, 2001： 63)在她看来，有关压迫、种族歧视和性 
别歧视等冲突现象，按照抽象错置谬误的逻辑，被简化成象征系统，从而不需要被主 
要理解为“真实的人在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地点，具体地表达和体验”的现象(Rawls, 
2001： 63)。

[11] 因此，社会理论必须不但与神学结合，而且必须抵制将神学实在论简化降至社会实在 
论层面的诱惑：例如，上帝的实在不能被解释为与众不同的社会现象的纯粹象征(参 
见 Sockice, 1987, Torrance, 1998： 20, Patterson, 19991 Moore, 2003)<,

[12] 此外，下述考虑也是不合适的，例如，认为基督教与消费主义是类似的“宗教”形式： 
它们可能共享特定特征(即与共享的“神圣”象征有关的强烈激情的产生)。但这种共 
享是因为有一个类似的起灵性基础，而不是因为它们归根到底是相同种类的现象.它 
们所涉及的人类哲学、道德和精神层面很难相称，并且，诸如消费主义这样的现象当 
然缺少任何宇宙论的维度。然而，考虑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期以来在起源、神学教 
义和发展上的复杂差异，也不能认为它们是本质上差不多的社会形式。因此，社会实 
在论者对宗教的论述，会集中于分析在“分层的本体论”内所显现的各种维度(Sayer, 
2000： 12),这种论述尽管在其他方面大大受惠于涂尔干，但其在论述到底什么才能被 
视为与涂尔干主义相关的“宗教”这一问题上，采用的模型也不能过于宽泛。否则它 
将会对各种突生的现象进行还原主义解释，从而为了所谓的普遍社会功能而耗尽了任 
何有意义的差别，并因此而限制了对当代的差异和冲突的理解的程度。





第二章
复杂社会

<27>本章旨在更细致地审视某些“后社会维度的”和“后社会性的”观点，并 
由此确定其与本书之核心的对社会生活的关键性争论相关的主张的效度与价值。 
就这一点而言，我关注每一种路径特定的本体论是如何应对道德与宗教问题的， 
并审视社会现实作为一种突生现象，其“超灵性”在何种程度上被恰当地对待（如 
果有所涉及的话）。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去否认这里提到的一些解释传统在讨论当 
代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启发性，而是想要表明，即便有的地方 
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它们不过是在理解社会复杂性方面有所偏 
颇的各式观点的折中而已。因此，本章虽然探究了各种后社会的路径，但仍可 
被视为一种对吉登斯（Giddens, 1987a： 33）观点的详尽阐述，即“社会学家分 
析’社会’时，根本没有从概念上把握构成社会的诸多基本因素”。即便如此, 
在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总之，本章考察的关 
于社会的不同观点，证明了在把握社会复杂性时的困难，但是思考其各种形式 
的简化论的倾向，同样有助于说明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理解社会的方式是如何可 
能的。首先，我们必须厘清“复杂社会”这一概念，这至关重要。

“复杂性”概念近来在社会学领域日益流行，虽然很多都是从自然科学的理 
念中演变而来的（例如，Byrne, 1998： Urry, 2003）.本章稍后将会讨论到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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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观点在确定社会现实特征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然而，“复杂社会” 
的概念却有着不同的思想传统，尽管我认为在最近的科学研究视角中有着某种 
共同之处。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复杂性”是所有社会的固有特征，也因之而成 
为社会学的关键问题。事实上，尽管他常常区分“简单”和“复杂”社会，但他 
仍然意识到社会总是表现了一个“复杂现实”，对于其中的各种经济、政治和哲 
学因素要从总体性角度去理解、把握，并联系使之表现出特定特征的宗教层面 
予以分析(Durkheim, 1953： 62, Gane, 1988： 104)o 同样，古尔维奇(Gurvitch, 

1971)指出，社会事实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是由多种深度的层次构成，这些层 
次支撑着制度化程度不同的各种社会性。波兰尼(Polanyi,2001)使用了类似“复 
杂社会”的概念来说明社会中不同要素的相互关系，虽然在他看来，现代社会 
尤其复杂，因为其中存在着各种经济和哲学的简化论形式，这种简化论明确否 
认其嵌入的社会与宗教的实体性。随后讨论的是，理解社会的复杂性不仅有助 
于理解许多当代社会批判的偏颇，还能发展一种社会实在论看法，即在研究社 
会时所遇到的困难和含糊性，并不必然导致对社会生活复杂性问题采取一种简 
单的相对论和简化论的回答。1,1

本章将如此展开，前两部分探讨研究社会的理论路径：将现代社会的后现 
代转向与人类关系的后社会片断化联系起来，将“超真实”观与彻底的人类去实 
体化联系起来。这些争论不仅对那些将社会理解为一种“古老的.社会学观念 
的后社会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本章后面提及的那些对社会采取技术科学分 
析以及消费导向分析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部分也讨论了对当代社会个人 
主义、道德冷漠或利己主义的特征所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并将其作为一种对社 
会碎片化的描述，这种碎片化抵制后现代主义逻辑，并使得社会实在论似乎成 
为多余。最后一部分将简要叙述社会学对科学上的“复杂性”概念的挪用，并 
以此说明关于社会复杂性的社会实在论观点将会如何进一步发展。首先,'我们 
将引入一种尤其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即当前社会是被超真实而非超灵 
性所型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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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真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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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指出，如果“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研究.这一传统观点在若干方面受 
到质疑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围绕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学 
理论、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建构物，并强加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与文 
化存在之上。后现代哲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有影响的后社会视角。其哲学 
源流可以如此追溯：从尼采宣告“上帝之死”并解构作为“权力意志”的真理， 
到福柯的“人之死”，并将实在化约为体现特定政治利益的相互竞争的话语，再 
到布希亚提出的“社会之死”，将实在消解为“超真实”的“拟像”(Baudrillard, 
1990a： 186)o在这一谱系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呈现的社会建构的历时形态： 
从藉由社会力量建构的上帝和人，到最终揭示社会本身也是某种建构物。

阿彻尔(Archer, 2000： 87)认为，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社会关系的不可 
抗拒性，使得人类似乎能够被社会无限形塑。在这里，由后现代主义播下的社 
会建构论的种子所收获的，是对意指(signification)任意性的强大破坏，后者则 
摧毁了社会本身；后现代主义都倾向于遵循这样一种模式，即把“社会”还原成 
“文化”，将“文化”还原成“语言”，于是也就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的意指游戏。 
不仅布希亚(Baudrillard, 1983, 1990a, 1990b),还有德勒兹(Deleuze, 1979)、 
利奥塔(Lyotard, 1984)和德里达(Derrida, 1991)等人都对这一模式抱持怀疑 
态度，认为社会仅是一种掩饰人类生活地方性多元性与不确定性的文化上相对 
的建构物。布希亚关于“社会之死”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显得格外重要。

布希亚(Baudrillard, 1983： 4)指出，社会学依赖于“对社会的东西(the 
social)的积极而明确的假设”，并提到社会不存在或当前消亡的三种可能性，由 
此在宣称社会之死的同时也宣布了社会学之死。这三种可能性如下：第一，事 
物从来不是“社会地”运作，而是“象征性地、神奇地和非理性地”运作；第二， 
社会的东西(the social)是某种残留，被吸收到社会的行政机器中，第三，社会 
的东西(the social)也许曾经存在，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为信息社会的拟像、电路 
和网络(Baudrillard, 1983： 68, 73, 83)。布希亚的立场和这三种可能性之间的 
关系并非毫无含糊之处，但普遍认为上述第三种可能性典型性地表明了他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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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避免这种

社会学”立场(Bogard, 2000：240)。在反社会学里，“社会”由社会的仿真/拟 
像代替，如同真实让位于超真实。在这里，没有任何现实可以藉以存在的本体 
论基础，也没有关于任何事物的任何一种知识形式，有的只是极端的、无秩序 
的和毫无意义的偶然性。如甘恩(Gane,2003： 160)所言，在这种超真实的情况下， 
“事件和现象都是癫狂的”，因为世界表现为“极端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布希亚关于超真实的癫狂拟像中的“社会之死”的宣称，表明了观察当代世 
界的某种“整体”视野，虽然他反复强调获知意义、真理或真实的不可能性。值 
得注意的是，他藉由对世界的“驱邪”来界定理论，这表明在其表面的虚无主义 
之下潜藏着某种宗教的世界观(Baudrillard, 1988a： 100)o事实上，在布希亚的 
观点中，就如在多数后现代思潮中，总是存在着一种“隐匿的宗教范式”(Turner, 
1990： 10).布希亚的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然而他也赞同反宗教 
改革的耶稣会士。他争论到，尽管接受了“上帝之死”，耶稣会士仍然试图利用 
巴洛克式宏大及诱人的图像来提供救赎的承诺。相似地，他提倡一种策略：以 
一种在不道德的斯多葛主义和对尚未出现的救赎之物的希望之间摇摆的态度 ， 
沉迷于有诱惑性但却无意义的超真实的“拟像”中(Wernick, 1992： 69)。如果 
这种“隐匿的宗教范式”确实存在，并且布希亚拒绝对此作答的话，这种范式就 
会成为一种消极神学的极端形式，这种消极神学通过解构与否定一切事物，来 
获得一种能提供可能性出路的宗教启示。“上帝”、“社会”与“人类”仅是强加 
于生活无意义变动之上的虚构“总体”，都不具有内在意义与真实性。

布希亚著作中“隐匿的宗教范式”，正是金(King, 2000： 263)提及的对笛 
卡尔“夸张的怀疑”的改编。金指出，笛卡尔(Descartes, 1994： 79)想象其被 
某种“恶魔”所控制，后者通过所谓的外在事物的真实性来蒙蔽他。为了对抗 
这一恶魔，笛卡尔考虑了宇宙中所有物理、生物和物质现象，甚至他自己的血 
肉之躯，发现这些通通都是错觉，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的存在(Descarte, 1994： 
79) °在《致命的策略» (Fatal Strategies, 1990b ： 72)中，布希亚借用笛卡尔的“第 
一沉思录”及其开启的“认知无效”，谈论与笛卡尔提出的“恶魔”相似的“社 
会邪恶精灵”，这一精灵通过假定社会生活的某种真实性来误导布希亚(King, 
2000：263)。也许布希亚根本无意于把握世界的复杂性，只是试图通过笛卡尔式 
的策略——认为所有看似真实的现象都不过是某种邪恶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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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事实上，正是布希亚采用这一策略来详细阐述其超真实的概念，这一 
概念同其他后现代主义取向的认识论一样否定这一真实的存在，使得金(King, 
2000： 270)由此得出结论，总体而言，这些理论并不严肃，仅是不再抱有幻想 
的知识分子将一种非批判的情绪强加于社会进程之上，并自认为他们自身这种 
晦涩的怀疑是社会所普遍体验到的(也可参见Bauman, 1988： 223, 1989； 2)。 

这种假设的重要特征在于关注人类独特的无实体化的观点。

尽管身体在诸多后现代理论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但却并没有真正具身化的 
人类，而仅是人类的拟像，因为对任何突生的社会与自然现象来说，并没有牢 
固的本体论基础。例如，德勒兹(Deleuze, 1977)谈论思想的“情感基础”，但 

他指的是思想真值是由其激发的情感强度所决定的。然而，使得这种强烈情感 
具有可能性的人类的具身性(embodiment),却仅仅“是一种被高度建构起来的 

社会与符号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身体并非本质，更不要说是生物性物质，它 
仅是力量的游戏，(情感)强度的表面：没有来源的纯粹拟像”(Braidotti, 1994： 
112)。后现代理论的神学拥护者也常常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库比特(Don 
Cupitt, 1995： 117-120)在试图继“真理的终结”后概述一种神学形式时，认为 
剩下的只是理亨和身体“散发的能量”。身体仅是语言“驾驭或调制”的处所， 
因为世界也只是“语言形塑的事件流”。因此，神学同哲学一样作为某种诗歌形 
式在运作，借助于“令人回味的隐喻”、神话，以及对一切永久无意义之物的反 
复反思。而“人类”也仅是语言的建构物而已。

罗西•布雷多迪(Rosi Braidotti)的哲学“游牧”，是将人类还原为语言理 

论的一个有影响力的例证。她的这种游牧包括了神话制造与富有想象力的虚构 
的产生，这两者使她得以在诸多现有分类与经验层次中游刃有余。所谓“游牧”， 
就是“以元话语模式进行的对思考的思考”，一种自我的分子化，后者将身体与 
社会还原为能被反复玩弄的虚拟的建构物(Braidotti, 1994： 4, 202, 16)。由于 
所有社会的(甚至生物的)形式都被看做缺乏真实性或实质性，因而关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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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超灵性能从个人认同中产生并对个人认同施加变革性影响的观点，显然 
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即便有时某种集体真实地潜伏在游牧式神话制造 
的边缘。布雷多迪的著作中现实的影子非常暗淡，但却明确地表现出了对鲜活 
的社会现实缺乏任何兴趣。事实上，布雷多迪(Braidotti, 1994： 16)指出，“精 
通多种语言的游牧学者轻视主流的沟通”，“常识”仅是某种形式的精神“污染”， 
并且游牧哲学家渴望的并非是社会纽带，而是荒漠中彻底的无所归从。

关于人类、社会和世界存在的这些表述，毫无疑问非常重要。正如吉登斯 
(Giddens, 1990, 1991a)所言，这反映了社会与文化急剧变迁的时代的不确定感 
与不安全感。我们如何从这些问题本身的含义来看待它们呢？答案似乎在于后 
现代理论自身的固有矛盾中。例如，在彻底的非从属状态下，免于集体“污染” 
的人类无法存活。这一思想可以在布雷多迪(Braidotti, 1994：35)的论述中找到， 
她坦陈，“直到我发现了被工作和永久关系所支持的某种稳定性与部分归属感， 
我才真正开始适当地思考游牧生活”。这种哲学定位看起来并不足以在理论与具 
身存在物(embodied being)的真实舒适感和挑战之间建立起理论联系，而仅是 
比较热情地赞同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的东西已经原子化了，融入了“语 
言游戏的灵活网络之中”(Lyotard, 1984： 17, Deleuze, 1979；也见 Baudrillard, 
1983, Rose, 1996)o与此相似，库比特坚信我们可以对语言学建构的想象加以 
选择，但这一信念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作出这种选择， 
同时，如果一切都是语言建构的，语言本身也将瓦解(Trigg, 1998： 158—159)。

广义而言，虽然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对现代理性思想的化约式“帝国主义” 
提出了质疑(Deleuze, 1968, 1969),并试图以一种更为开放、敏感的方式观照 
世界的复杂性，但他们事实上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作出了一种完全片面的解 
读，将本体论议题简化为细枝末节的认识论议题(Acher, 2000： 316).事实上， 
在麦金泰尔看来，德勒兹的游牧主义核定了涂尔干所称的社会病理学的价值所 
在，它放弃了任何严肃的对社会的关照，转而自管自顾地沉浸于对转瞬即逝的 
现象的追求中。正如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1991： 9)所言，对那些认真 
对待这种哲学立场的人来说，这意味着社会学分析必须被抛弃,转而追求一种“玩 
笑式的解构以及审美趣味优先”，否则将会长久停留在现代社会学的宏大叙事与 
虚幻的总体化阶段。在这里，对“社会”或“社会的”拒斥包括将社会学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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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相对主义的文化研究形式(或者文学理论)，这种简化制造了一种“差异与 
多元的拜物教”，却无力应对日常生活的现实性，更不用说应对在道德、政治与 
社会公正等更广泛问题上存在的问题与冲突CRirner&Rojek, 2001： 110)。那种 
认为无所依附的个人在由语言建构的虚构物和对真实的任意模拟中进行着“对 
思考的思考”活动的观点，不仅无视食物、工作与伙伴关系的必要性，还提出 
了一种似乎非常不合情理的社会理论范式。这种范式大大低估了我们在很大程 
度上并不能简单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社会，当我们详细阐释关于超真实的理论 
时，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还必须面对各种对吃饭、思考、自由行动、与他人建 
立联系的能力产生影响的社会的、文化的与政治的压力，而正是借助那些能力， 
人们才能梦想自己与家庭的兴旺发达，而不是衰落。

尽管后现代哲学忽略了原本看来不可回避的关于人类的本体论事实，但社 
会学分析仍以各种形式将它吸收进来，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其对社会学的、 
道德的和政治的批判逻辑。笼统地说，它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与文化的离心过 
程在进一步加剧，使得那种包罗万象的社会观已经站不住脚，并且任何新设想 
的“社会”概念都必须能够解释人们和认同的复杂易变的构型，这种构型恰是 
现时代的主要特征(Shilling & Mellor, 2001).尽管一些吸收了后现代理论的社 
会学完整地接受了基于语言学的相对主义，但更富选择性的做法则倾向于利用 
一些后现代议题与争论来解释当代社会与文化变革。这些变革看起来是如此激 
烈，以至于关于“社会”的传统社会学话语，似乎成了早先民族国家时代的古 
老遗存物，而且与社会秩序紧密相关。

斯马特(Smart, 2000： 267)指出，虽然布希亚再三谈论“社会之死”，但 
其思想里“社会”的地位却非常含糊并缺乏理论性。相比之下，图海纳对社会 
观的评论就显得更为系统且有历史依据(Smart, 2000： 268-289).然而，图海 
纳(Touraine, 1989, 1995)对使得“社会”无意义的社会运动的关注，以及厄里 
关于“超越社会的社会学”的宣言，都明显有其后现代哲学渊源。在图海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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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Touraine, 1989： 15),作为当今时代之特征的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场域，非 
常严重地损害了无所不包的“总体性”这一概念，而后者正是个体理解自身所 
属的地方。图海纳(Touraine, 1989： 11)关注的是对变革社会学(sociology of 
change)的需要，他认为“社会这个概念应当被废除”。对他而言，“个体愈发被 
其运动而非其所属决定”(Touraine, 1989： 15)。厄里的“社会学宣言”也要求 
社会学家抛弃“社会”这一概念。他提出社会学应该转而关注对“全球网络与全 
球流”的分析，因为社会学家所构想的社会已不复存在。

厄里(Urry, 2000： 27-28)利用德勒兹和布雷多迪等学者的“游牧生活”来 
强化其后社会立场，但却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他认为阐明并评价这些理论固 
有的经验主义主张是可能的，“游牧”意识的发展必须依靠“有形的流动”。对厄 
里(Urry, 2000： 33)来说，这种流动使得“社会作为区域的隐喻”毫无用处：在 
这个世界里，甚至“全球”也不能被当做“区域”，而只能被当做“网络”或“流体” 
来对待，因而那种认为应该从社会区域角度来界定和研究人类的观点是没有任 
何意义的。厄里(Urry,2000：36)认为，这种全球流引起了现有社会的“空洞化”， 
并在“超文本模式”的时空里形成了错综复杂、分裂的秩序。因此，我们现在“身 
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语义学的风险文化中，这种危险部分来自于 
面对'非人性的'全球流和复合网络时社会力量的式微”(Urry, 2000： 37)。

正是在“超文本”、“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语义学的风险文化”这一本质 
上属于后现代的观点里，厄里采用了自然科学中发展起来的复杂理论。就这一 
点而言，他极其依赖里德和哈维(Reed & Harvey, 1992)的看法，但却并没有完 
全将他们对秩序的突生模式的兴趣整合进自己的观点里。例如，他将“突生的 
全球秩序”直接定义为“恒定无序”(Urry, 2000： 208 )0事实上，在他关于复杂 
性的叙述里所承认的秩序的唯一来源，是与“网络”的概念有关，因为一个“动 
态网”能够将“复杂性的混乱力量”导向特定的方向(Kelly, 1995： 25-26)0 
在之后的《全球复杂性》(Global complexity)这部作品里，厄里(Urry, 2003： 
21)更为关注普利高津和斯滕格斯(Priogine & Stengers, 1984： 292)对突生秩序 
的兴趣，但其重点则放在“无序汪洋中的新秩序岛二因此，在这本书里，他更 
为谨慎地论述社会的消失与民族国家的衰落，但仍倾向于按照“混沌效应”来 
解释这种秩序的表现形式(Urry, 2003： 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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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他对全球(无)秩序中的一些主要“突生”现象的阐述，实质 
上是在阐述非预料的后果而非其他突生现象。因而，网络在社会、技术与文化 
层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由其军事目的发展而来的非预料后果，全球变暖 
是驾车的非预料后果，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则是西方消费主义扩展的非预料后果 
(Urry, 2000； 208-209,也见Beck, 2000)o即使社会学“文化转向”最狂热的 
信徒，也可能会不满于将原教旨主义解释为消费主义的附带现象，此外，这种 
关于这个世界本质上混乱不堪、迷失方向、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观点，在复杂理 
论和社会实在论里也不具有任何合法性(Byrne, 1998),因为它没有系统地处理 
本体论问题。其实，激进的非决定论、社会推论性的不存在，以及无实体的社 
会能动性是紧密相连的。

厄里对社会到底是一个隐喻还是一种“力量式微”的真实现象这一问题的 
阐述，是含糊不清的。鉴于有形流动的重要性与“非人类”的流和网络连在一 
起被强调，能动性也是非常成问题的。事实上，厄里(Urry, 2000： 14)提出“能 
动性的概念需要赋形化”，但同时又认为“并不存在人类能动性的自治领域”。 
因而，他关注的是与生活的现代形式以及当前后社会“流与流动”体验有关的 
感觉的重要性，但却将其与另外一种断言区别开来，即在一个由非人的客体通 
过技术、文本与机器等现象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的世界里，存在着任何特定的 
人类社会、现实、本质与力量(Urry, 2000： 14, 77, 2003： 56).在厄里(Urry, 
2000： 15-16)看来，“人类能动性”产生“社会现实”这…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社 
会生活的秩序应该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有着既成模式，并且不可还原到人 
类主体。”

在这种后社会观点里，唯一真实存在的是如辱：运输系统、电缆、无线网 
络、微波通道、卫星和因特网是-组成能使流得以传递的互联节点的基础”(Urry, 
2000：35)。“真实的人类”只是这些机器里的幽灵，这意味着厄里在审视后社 
会时代的公民权观念(一种公民权流)时，必须避而不谈权责平衡的本体论基 

如果所有事物都只是一系列 
由技术决定的“流”，并且“人类”和“社会”都仅是某种过时的隐喻，谁又能 
保证一种社会安排和政治设置会优于另一种呢？并且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乎这些 
呢？此外，厄里几乎没有提到宗教问题，但是他对反西方的伊斯兰圣战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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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表明，应该把原教旨主义组织看做是由文化话语与媒体形象建构起来的“虚 
拟社区” (Urry, 2000； 43, 209, Barber, 1995； Rose, 1996)o 在此，基地组织不 
是伊斯兰教激进的化身，而是代表着“日益凸显的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流体” 
这一混沌现象(Urry, 2003： 132).将社会运动与虚拟、全球“流”这类流行概 
念简单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使得穆斯林恐怖分子就相当于新世纪的新闻组， 
也是对真实的社会动力和其独特的超灵性的严重简化，而正是借由这些形式人 
们才得以认同自我。否认人类的能动性，也意味着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有 
些人因为其身份所属群体的宗教价值而准备自杀并谋杀他人。这种简单联系的 
做法似乎支持那些创造性地参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与文化理论，而有效地放 
弃了通过技术简化论去理解社会复杂性的做法。

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 1983： 380)指出，新技术带来的刺激使得研究者 
开始关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并寻找与此相关的社区，而不是研究既有社区 
中计算机和其他通信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梅(Christopher May, 2002： 85)认为， 
将因特网上的“虚拟社区”称为社区的做法，忽视了面对面的交流、业已存在 
的传统和网络，以及持久的社会团结在多大程度上远比电子通信媒介更重要。 
这种技术刺激是许多关于“信息社会”的著作的典型特征。这些著作并不是要 
拒斥“社会”观本身，而是想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构提供一种图景。然 
而，这种重构太激进了，使得关于社会和人类的古典理论观点必须被抛弃。贝 
尔(Daniel Bell, 1974, 1980)和图海纳(Touraine, 1969)的论述，都是试图理解 
这种重构影响力的早期尝试。前者论述了“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和信息进 
程的重要性，后者则指出，在一个“程序社会”中，新的阶级结构的阐述是以对 
知识与信息的控制为基础的。

图海纳对当代社会与文化变革中非人性化的方面提出了批评，然而近来对 
信息社会的研究在描述这种不可避免的变革时却遭遇到了卡尔霍恩(Calhoun, 
2000： 47)所说的“想象力的失败”。莱昂(David Lyon, 1988： 8)指出，信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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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研究的一个共同取向是技术决定论，即人类必须适应技术和科学发展所带来 
的变革，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进程与模式。正如他所言，用社会工程 
学的技术可能性假定替代“人类境况”的道德和哲学问题的做法，存在着某种 
危险性(Lyon, 1988： 158；也见 Webster, 1995)。类似地，梅(May, 2002： 21) 
发现信息社会观里存在着一种“从被动适应中走出来的转变
为划时代的,而不是仅发生在当代社会里的事件事实上，“信息时代”就像“后 
现代时代”一样，关注人类必须适应的新的大规模转型，而忽视了人类的一些 
永恒问题。

卡斯特尔(Castelle, 1996, 1997, 1998)对信息社会的研究富有启发性，他 
批评了 “信息时代”的多个方面，包括其社会碎片化和通信消费主义化的发展 
趋势，然而他也认为政治不可能脱离新的通信媒介，并且单个国家的力量在面 
对全球信息网络时必然会衰竭(May, 2002： 34, 94, 120).此外，现在，技术重 
新设定了时间和空间。卡斯特尔(Castelie, 2000： 15)意识到“网络不过是社会 
组织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但在信息时代，它却“通过成为由新的知识技术赋 
予力量的信息网络”而获得新生。这些网络以“没有时间的时间”和“流动空间” 
为特征，过去、现在和未来可以任意排列，意义、认同和功能都不再与特定的 
地点或方位相联系(Castells, 2000： 13-14)0

因此，技术带来的社会重构也包括了人类的重构。对卡斯特尔来说，作为 
社会网络运行基础的人类，如今与计算机一样被建构，就此而言，已无法在知 
识与经验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在一个“所有的符号共存，但都与经验无关”的“真 
实的虚拟的文化中”，“重塑个性的自主能力”成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建构自我 
认同的模式(Castells, 2000： 21 )0因特网正是因此而成为偶然且流动的当代社 
会生活的主要隐喻(Urry： 2000： 40-41 )o我们可以谈论“信息社会”，但是社 
会的概念已经被剥离了其特定的人类内容，而转向了通信技术的“程序”、“节点”、 
“网格网络”、“虚拟”和“超文本”。即使人们还有计算能力，他们也已成为 
被信息和图像编码所同化的去肉身的“心智”(Castells, 1997： 84)。在这方面， 
卡斯特尔触及到知识和经验，但却没有关注人类，而后者则反而可能促使其思 
考人类与社会转型的程度，或者至少能使他更全面地把握他所考虑的进程中的 
去人性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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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ilio, 2000： 2-4)引用拉伯雷的话

另一方面，维瑞利奥(Virilio, 2000)对这些过程的分析，采用了卡斯特尔 
研究路径中的一些要素，对当代发展，尤其是其去人性化后果这一点提出了 
更为尖锐的批评。此外，他将去人性化进程与知识的堕落联系在一起(后者使 
我们日益疏离自身)，而不是只简单地谈论知识在技术建构领域里的循环。事 
实上，韦伯(Weber, 1991)对现代科学刺激了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的论述， 
被维瑞利奥放大了数倍，后者认为20世纪的科学“追求一种柩悭以關(limit 
performance),有损于探索对人类有用的连贯性真理的任何尝试”。维瑞利奥 

“缺乏良心的科学是对灵魂的彻底 
毁灭”——认为“技术科学”正在“逐渐破坏所有知识的学术性资源”，因为 
它抛弃了智力冒险而代之以技术冒险主义，为探测极限而探测极限：极限科学 
(extreme science)就这样与"极限运动"(extreme sports)在文化上密切相关， 
但却与“公共的善/公共利益”(common good)毫无联系。

在维瑞利奥看来，随着当代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被赛博技术的互动所扭曲 ， 
全球信息网络愈发将我们与地球分裂开来，造成“地理的终结”，类似地，技术 
科学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也不再有任何联系(Virilio, 2000： 9)。在赛博技术对 
现实的建构中，全球已成为中心，地方则沦为边缘，因为虚拟地理开始支配地 
球的真实维度(Virilio, 2000： 10)o这种支配在因特网社区的建构中表现得很明 
显，邻里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一种基于技术中介的选择性全球联系(Virilio, 
2000：59)。这种社区跨越了虚拟的时间和空间，基于“远程呈现”(Tele-presence) 
而运行，而不需与他人直接身体化地相遇。

我们与他人的相遇并不需要双方同时身体化地在场，这意味着我们正在日 
益被剥夺感官体验，我们古老的“动物身体”在技术与人类新兴的共生关系中 
逐渐被淘汰出局(Virilio,2000：40)o正如维瑞利奥所言，“在接近所谓的’遥远’ 
的同时，你就会成比例地疏离你的’近处’(亲密关系)——朋友、亲人、邻居， 
从而使得陌生人(如果不是敌人的话)近在眼前二换句话说，不仅关于我们与 
他人肉体化的相遇的全部现象学被新的虚拟相遇所替代，而且传统的社会模式， 
如果没有被破坏的话，至少也是被倒置了。“网络性行为”就是这一脱离实体基 
础的人类互动的极端例证。这种行为就像一个“通用的避孕套”，提供了一种没 
有接触的接触，将身体和体液的交换行为变成信息的交换，在这里，肉欲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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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为“遥控的手淫”（Virili。，1997： 104）。进一步而言，这种“远程性爱技术”预 
示了两性关系和再生产模式的根本性重构。男女关系的变革如此明显，“相互的 
排斥超过吸引和性诱惑而占据上风”，日渐攀升的“性骚扰”指控和离婚率标志 
着这个时代的性关系。而由技术创造的理想型男性或女性之间虚拟的性快感, 
更是将两性的背离推到极致。这对人类的再生产具有深远的意义，并不简单地 
因为这种情形的发展可被当做一种“年學寸以害頁的秘密形式”，并且还因为这 
意味着对人类肉体之爱及家庭生育的拒绝（Virilio, 1997； 108-109,着重号为 
原文所加）。

从广义上来说，这种发展标志着对社会及其超灵性力量丧失了信仰。这种 
信仰的丧失，在后现代哲学的虚无主义中非常典型，甚至有时还成为颂扬的对象。 
维瑞利奥强烈反对这种后现代观点，并针对布希亚的虚无主义断言社会仍具有 
重要性，他拒绝采用“拟像”这一概念，转而支持“替代物”这一概念（Armitage, 
2000：43）。在维瑞利奥看来，表征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坍塌，而仅是一种 
替代关系，即虚拟现实（及其依赖于技术媒介的表征）对人类互动的血肉之躯 
之现实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也是一种宗教性替代：社会的坍塌与当代世界对传 
统神圣性的逐渐排除，以及技术科学作为一种新兴替代宗教的出现有关。这一 
观点表达了维瑞利奥思想中犹如预示世界末日的色彩。

就像莱昂（Lyon, 1988： 144）指出旳，新技术中充斥了至少从培根（Francis 
Bacon）时代就存在的宗教象征，培根在其《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1627）中 
指出，科学和技术可以拯救人类从上帝的荣耀中堕落的困境。然而，技术所具 
有的巨大力量和魔力，似乎完全控制了人类，这无疑更增强了其以虚拟替代现 
实的能力。这一点，对维瑞利奥来说，就是一种新宗教形式，在这种宗教里， 
没有人是不信教（技术）者。所有的无神论者都拜倒于技术科学的奇迹，因而 
对抗这种技术宗教唯一的方式，就是选择“超凡的神”替代“机械神”（Virilio, 
1996：81）。然而，这种宗教反抗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当 
道的世界里，真正的宗教连同人性与社会都一并被系统地抹掉了（Virilio & 
Lotringer, 1997： 124 ）o

与很多技术社会理论家相比，维瑞利奥的观点是对当代人类命运的一种富 
于激情且强有力的描述，他不是简单地将当代技术驱动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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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

我已经指出，维瑞利奥的技术科学观，与韦伯对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代 
价而进行扩张的担忧紧密相关。而社会“空洞化”说，则是一种更有影响力的 
社会理论。它特别关注这种工具理性主义，并倾向于将社会生活看成日渐由同

是不可避免的，更不用说是令人向往的。此外，相比很多后现代理论，他并不 
怀疑具有肉身的人类、自然和先验的现实，以及社会等都有其本体论基础。同样， 
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了对人类道德能力和潜力的敏锐洞察，并由此激发他对技 
术社会的诸多批评。他与卡斯特尔和厄里等学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上述 
东西正在经历根本性的重构。因此,他所警醒的是，在虚拟对现实的替代过程中， 
会伴随出现去人性化、去实体化和道德麻痹等现象。

当我们想到那些医学和科学实践者将行动的道德后果留给他人评估而自豪 
时，想到那些技术的发展促使人们忽略身边的一切而追求科技媒介的节目和娱 
乐时，想到那些军事技术的变革使歼灭贫民成为视频游戏时，就会发现维瑞利 
奥分析的力度是多么的强大。诚然，这一观点既具有挑战性，又具有启示性， 
但它却低估了人类对抗这一过程的能力，以及这一虚拟替代过程超出一定限度 
的不可能性。关于人类的抵抗能力，我们可以注意到许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行动 
充满了社会团结、社交性和道德责任，维瑞利奥也不例外：虽然在他的著述中 
难以看出其基督教信仰，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则积极参与天主教“工人司铎”运动， 
与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一起工作。关于虚拟替代一定限度上的不可能性，我们 
可以注意到，即使是电子媒介的“网络性爱”所带来的快感，也必须依赖能够 
体验性诱惑和高潮的具有感官的物质身体。此外，维瑞利奥关于现实的实体世 
界正在妪!变成虚拟的网络世界的观点，间或反映了他思想中的社会建构论方面， 
但这与他更为基本的对人类和世界之本质的信念不太一致。因而，他所说的“现 
实是被一种社会文化生产的”(Virili。，1997： 107, Armitage, 2000： 43),与他对 
利奥塔的批评相矛盾，在这一批评中，他断言“宏大叙事”，如“公正”，是不 
能被看做文化相对主义的建构物的(Armitage, 2000： 39)。



第二章复杂社会45

<40>

质化、理性主义及经济驱动的消费主义所决定，而非由技术所驱动。乔治•瑞 
泽尔(George Ritzer, 1993, 1998)的社会的“麦当劳化”，就是解释这一过程的 
深有影响力的观点。除此之外，消费主义也与“返魅”(re-enchantment)这一宗 
教模式，而不是与韦伯关于工具理性扩张的“祛魅”(dis-enchantment)模式联 
系在一起(Ferguson, 1992,Ritzer, 1999； Lyon, 2000).消费主义的宗教维度在 
对“消费大教堂”(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中那些具有强烈表现力的符号表 
征的情感认同中得以体现，但它缺乏传统宗教形式的道德严肃性，以及对人类 
潜能与极限的关注。考虑到消费主义的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不仅是一 
个消费社会，而且本身也是一个可用于消费的社会，因为作为人类繁荣之环境 
的社会，长期以来遭到了恶化。

“麦当劳化”并不单是速食行业生产、分配与消费的高度理性化模式的应 
用推广，而是这些模式已全面向整个社会进军：“在速食行业麦当劳化之后，这 
种原则又被应用到大学和医院。麦化牙医和麦化医生将廉价、标准化和可信赖 
的原则扩展到了健康行业。” (Turner & Rojek, 2001： 108)瑞泽尔(Ritzer, 1998： 
68)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不断地“消费最大化”，并且那些高效、合理组织、 
标准化产品的扩张——即便是定位于缝隙市场(niche market)——确保了消费 
者总能得到安全可预期的商品、服务与体验。例如“行动假期”，就是为那些渴 
望在日常工作之外得到有效、可控休息的消费者所提供的一种事先精心安排的 
拟冒险活动(Ritzer, 1998： 146； Bauman, 2002： 197).

特纳和罗杰克(Turner & Rojek, 2001： 219)注意到公共医院里产房的麦当 
劳化。在这里，母亲的分娩以一种高度合理化的方式被组织，似乎证明了“身 
体就是机器”这一笛卡尔式的观点。由此，特纳和罗杰克也就阐明了 “麦(当劳) 
化社会”一些实体性的方面。他们的这一观点与维瑞利奥讨论的技术社会的价 
值有着某种联系，更与卡斯特尔和厄里讨论的后现代的全球网络有关系。正如 
莱昂(Lyon, 1000： 78)指出的，麦当劳是“作为后现代之特征的时空加速压缩 
的一部分二尽管巴伯(Barber, 1995)对伊斯兰圣战和“麦化世界”之间对抗的 
描述表明了麦当劳化过程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但他认为这一过程并不涉及宗教 
维度，而这则也正是他遇到挑战的地方。瑞泽尔(Ritzer, 1999： 7)指出，麦当 
劳和其他世界知名品牌，例如迪斯尼，已经变成世界上某种“最强大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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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是祛魅世界通过消费主义返魅的一部分。在这里，消费主义而非维瑞利奥 
的“机械神”成为当代世界支配性的宗教形式，尽管消费主义只是暂时激发了 
人类关于安全、可预测和秩序的感觉与承诺，但更为根本的有关存在、本体论 
和道德的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解答。就像瑞泽尔(Ritzer, 1999： 217)所意 
识到的，事实上就所有有关“消费大教堂”及商品与服务之“魅力”的讨论而言， 
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个日益被消费所覆盖的社会中，如何过上一种更有意 
义的生活。

在这方面，莱昂(Lyon, 2000： 84)认为，消费的消费主义模式表现出了一 
种“涂尔干式的神圣”。但这种说法需要一定的限定条件。这类模式与强大的符 
号表征及根据它们所产生的对他人的认同模式所激发的情感反应有所关联，从 
而明显地表现出了被涂尔干(Durkheim, 1995)与宗教相联系的一些社会能量与 
过程。然而，这类模式并没有在如下方面有多少建树：即如何处理在我们凡人 
肉身化的存在条件下的欲望、挣扎与极限等问题，并且也不能够令人信服地成 
为社会“最深刻的存在”形式。总之，这种“消费大教堂”使得所谓的“培育有 
意义的生活”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并使“通过消费获得救赎”的承诺也很快丧失 
了吸引力(Campbell, 1987, Falk, 1994； Bauman, 2001 )0

当然，这也并不是像斯捷潘•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Mestrovic)所说的那样， 
这种现象不过是对涂尔干所分析的“真正”宗教过程的简单模仿，梅斯特罗维奇 
的“后情感社会” (postemotion society)观，预定了一种不太可能的对人类具身 
性的重构，在这种重构中，真正的情感体验将不再可能，至少集体性情感体验 
是如此。相反，这种现象表明了从人类互动中突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超灵性的 
方面，即便是在看似高度理性计划与安排的环境中也会再现，当然，这种环境 
要排除那种本身就有利于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理性操作。显然，这种对神圣 
事物的感官体验的理性化操纵并非什么新鲜事物，而是发源于17世纪天主教社 
会巴洛克文化的核心特征(Mellor & Shilling, 1997： 132)。然而，消费主义的短 
暂欢乐，非常不同于反对天主教改革所宣称的末世论，并且正如柯林•坎贝尔 
(Colin Campbell)所言，它也并没有对如何消费提供一个总体性指导，更不用 
说如何生活与死亡了。事实上，鲍曼(Bauman, 2002： 182)已经注意到，消费 
主义使人们不再考虑人类生活与命运这类严肃问题，不再去深思限制与超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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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不起风浪的社会

<42>

即使现

问题，它使得曾是“个人逃避命运的消遣变成了社会建构的命运”。在这个意义 
上，当代消费主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努力将消费从过去那种以生存为目的的 
工具性和功能性纽带中解放出来，转变成一种能被无限建构的新的可塑性“需求” 
(Bauman, 2002： 183)0

鲍曼(Bauman, 2002)的"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不仅对消 
费主义(尽管它也有“宗教的”特征)带来的去人性化消遣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且也为我们理解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奇特结合所具有的魅力提供了一些线索, 
而上述结合正是后现代主义、后社会思潮，以及技术科学思潮的典型特征。他 
讨论了当代社会的关系、工作形式、信念和行动的模式、社会安排和承诺的“另 
候通知"(until-further-notice)的特征，在此，他指出缺乏信任是当前我们对世 
界的态度的核心特点：“任何将自己束缚在一条经不起风浪的船上的人，都有可 
能在下一次浪潮中与船一起沉落。相比之下，冲浪看来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选择。” 
(Bauman, 2002； 193)有人认为，“下一次浪潮”(残酷的社会、文化、经济或政 
治变革)不可避免地会来到，而我们则无法阻止这一切(决定论)。但也有人认 
为，人们能够通过学习来适应、甚至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变革(唯意志论)。 
虽然可以与他人一起活动，但冲浪终究是一种个人行为，所以，以此为隐喻， 
我们可以将重视个体活动的“社会”称为“个体化社会” (individualised society) 
(Bauman, 2001 )0在这一社会中，社会作为超越个体的独特现象，不过是“一 
条经不起风浪的船舶”，将我们自身托付给它的举动是极其愚蠢的 
在它还没有在改革的浪潮中沉没，但也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

鲍曼(Bauman, 2002： 191)指出，这种社会与涂尔干(Durkheim, 1972： 
93-94)的社会观形成鲜明对比，在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中，我们“相信我们的 
行动将会产生超越眼前时刻的后果，即它们并非完全被局限于其产生的时间和 
地点里二就目前我们所体验的“社会”而言，“社会对我们中多数人而言都是通 
过一些由并非必然是连续一致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场合展现自身的”，所以“社


